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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和政策建议 

海洋和海岸带为广泛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目前的海洋经济是一个宏大的网络，

由相互关联的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组成。海洋和海岸带也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广

泛的机遇，将大大有助于实现全球和国内碳中和目标。可持续蓝色经济和基于海洋的碳

减排方案相互交织、联系紧密。以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综合管理方案为基础的可持续

海洋治理，将成为解决当前和持续发生的气候和自然危机的关键，并使可持续的海洋经

济得以进一步发展。 

本报告针对基于海洋的碳中和解决方案开展系统研究，辨析阻碍这些解决方案实施

的问题。此外，报告还讨论了碳中和与可持续蓝色经济之间的协同作用，因此报告当中

还包括海洋产业经济核算制度等问题。报告内容还涉及到减少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

以及如何才能、并且应该使其成为可持续蓝色经济的组成部分。最后，我们也讨论了如

何改善渔业治理，使其助力于可持续的海洋经济。通过综合研判，本报告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旨在促进海洋经济向可持续的蓝色经济转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我们建议将发展可持续的蓝色经济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目标，并且作为碳达峰与

碳中和目标的一部分。为此，应利用全球海洋技术的重大突破，尤其是数字技术及其工

业化和大规模应用，以支持小企业在蓝色经济中的成长，并促进碳中和。同样至关重要

的是完善管理体系，以兼顾和平衡生态和社会经济目标；为满足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的治理需求，应建立一个涵盖中央和地方管理部门的多层级海洋综合管理体系。我

们还建议将可持续蓝色经济纳入国家战略中相关的国际合作框架。 

建议构建和完善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海洋经济核算和统计框架，同时准确全面地核

算海洋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我们呼吁要建立蓝色金融框架体系，强化对蓝色

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海洋经济的蓝色转型。 

建议采取措施，通过加强统筹协调和资金支持，推进可持续蓝色经济和基于海洋的

碳缓解机制相关的科学和经济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建议促进海洋和碳中和相关的

科学、技术、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全面国际合作，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扩

大合作，以此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广泛国际合作关系的基础。 

鉴于正在进行的全球塑料条约多边谈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积极调动适

当的政策手段，对海洋塑料污染进行源头管控。其中包括有效落实生产者责任、实施回

收再利用模式、制造和使用再生塑料以替代新塑料，以及开发环境足迹较小的塑料替代

品，并应考虑利用个人/公共伙伴关系、融资机制等政策措施。我们也建议开展相关的科

学研究，研判高污染塑料制品和行业，以及其泄漏热点和进入生态系统的通量，尤其要

重视技术创新、跨学科和合作研究、以及基于实践的行动性研究。 

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渔业生产方式向更可持续、更为公平的发展模

式转型，以应对碳中和目标。相关措施可包括取消有害的渔船燃油补贴、压减过剩的捕

捞强度、推动高能耗型海洋渔具渔法向碳足迹更低的作业方式转型、以及实施性别包容

性的渔业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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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尽管海洋经济在航运、渔业和碳氢化合物开采等传统领域之外的新领域已经取得突

破性进展，但海洋经济的短期增长不应以牺牲海洋的长期繁荣为代价，包括海洋在调节

气候和为各种海洋动植物提供重要栖息地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2022 年 12 月，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达成协议，设定一个全球目标，有效保护和管理世界上至少 30%

的土地、内陆水域、滨海湿地和海洋，重点保护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特

别重要的区域。2023 年 3 月，联合国就确保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

（BBNJ）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文本达成一致。2023 年 6 月，联合国也进行了第二轮关

于终结塑料污染条约的正式磋商，这是一个重要进展，有望促成该条约于 2024 年正式签

署。 

考虑到健康的海洋环境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先决条件，我们建议采取海洋综合管理

（IOM）方案，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以及在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短期经

济收益和长期繁荣之间取得平衡。过去一段时间，海洋综合管理一直是中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合作委员会海洋专题政策研究的主导理念1。本报告是海洋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对第七

届国合会的第一份贡献，其与接下来关于海洋治理的工作将继续遵循全面和可持续的路

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海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海洋经济是指与海洋和海岸带相关的经济活动，它涵盖了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现存

行业和新兴产业。目前全球海洋经济的估值为每年 2.5 万亿美元(UNCTAD, 2021)，相当

于 2021 年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规模；2021 和 2022 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为 3.8 万亿和

3.9 万亿人民币（约为 0.5 万亿美元）（数据来源：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占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 3%。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到 2030 年，蓝色经济在增加值和就业方

面都有可能超过全球经济的整体增长。海洋经济为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长期潜

力，未来可期。 

海洋提供了一系列潜在的基于海洋的气候缓解方案，可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包

括但不限于培育碳高效生态系统（“蓝林”或“蓝碳”），利用海洋固有的能源潜力，最大

限度地减少航运等海洋活动的碳足迹，保护并潜在地增强海洋沉积物储碳能力（碳捕获

和封存，CCS），以及重新调整粮食政策和渔业管理，以彰显渔业和养殖水产品作为低

碳海洋蛋白和微量营养素主要来源的重要价值。 

本报告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在第二章讨论了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的海洋解决方

案，并介绍了与海洋解决方案短期、中期和长期潜力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我们辨析了

这些解决方案应用过程中的障碍，以及碳中和和可持续蓝色经济之间的协同作用，包括

海洋经济统计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其次，我们在第三章探讨了减少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如何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蓝色经济

的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塑料入海及其导致的环境问题，探究了有关塑料垃圾全生命周期

的相关科学认知、政策和法律框架方面的差距，进而探索将海洋塑料回收纳入蓝色经济

和碳中和框架的政策和国际合作方案。 

在本报告第四章，我们还研究了如何通过渔业治理和管理的变革，助力于可持续的

                                                   
1 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网站（www.cciced.eco）上的相关研究报告，尤其是 2020 年海洋专题政策研究报

告《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海洋管理》(http://www.cciced.net/zcyj/yjbg/zcyjbg/2020/202008/P020200916727021019353.pdf). 

http://www.cciced.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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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经济。我们探讨了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渔业的现状和有害的渔具渔法，

并探究了水产养殖在碳固存方面的作用。此外，我们调研了现有的国家和国际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政策框架（如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并探讨了将渔业治理纳入海洋

综合治理框架的潜力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本报告当中涉及海洋经济与碳中和协同的一系列政策领域和议题，

与其他一些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相关性。因此，在从这些议程当中提炼综

合性政策建议的时候，需要我们采取一体化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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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中和作为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机遇 

2.1. 介绍 

海洋 “经济”或“蓝色经济”涵盖了广泛的相互关联的既有和新兴行业，如海洋能源、海

产食品生产、滨海旅游和海洋生物技术，它们与海洋、海域和海岸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它们通常被分为两个支柱，即基于海洋的产业经济活动的总和，以及由海洋生态系

统提供的资产、商品和服务。 

近年来，蓝色经济在政治话语中的激增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蓝色经济”一

词仍然没有标准化的定义（Wuwung 等，2022）。世界银行对蓝色经济的定义是“可持续

利用海洋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计和就业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健康。”2但这样的定义

并没有为如何确保和实施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性别和社会公平以及环境保护在内

的多重底线目标提供原则或指导。蓝色经济的核心是指通过与海洋有关的行业和活动使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退化脱钩（世界银行等，2017）。“蓝色经济”的概

念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强调蓝色经济的可持续性，并区别于

海洋经济中那些不可持续的部分（如海上油气产业），我们在整个报告中采用了“可持续

蓝色经济”一词，借此强调在开展蓝色经济活动时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 

海洋极大地调节了我们星球的气候（Gattuso 等，2015）。它吸收了过去一个世纪排

放增加所产生的大部分热量和大约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Doney 等，2014）。这

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海洋，导致海水温度升高、海洋酸化加剧、海洋环流变化、海洋中的

氧气水平降低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Doney等，2012）。 

碳中和是一种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碳的排放量与从大气中去

除的量相等（Rogelj 等，2021 年）。这可以通过在自然系统中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封存

来实现。鉴于海洋在全球碳循环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海洋有关的减排和碳移除

解决方案必须成为实现碳中和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与海洋有关的碳中和目标一旦实现，

将会与可持续发展的愿景相一致，并可有力地推动海洋经济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 

本章旨在探讨当前海洋经济在碳中和方面的主要问题，以明确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

型的契机和路径。我们将研究当前的海洋经济框架，确定与碳中和目标相关的需求和工

具，以及海洋产业之间的共存和协同作用如何促进蓝色经济和碳中和。最重要的是，我

们将展示可持续的蓝色经济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做出贡献。 

2.2. 现状 

2.2.1. 碳中和与基于海洋的解决方案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为的大气二氧化碳排放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气候危机（Gruber等，

2019 年；IPCC，2021 年，2022 年）。为应对这场危机，《巴黎协定》3确定了理想情境

下的全球升温 1.5°C 目标，要求各国立即采取减排行动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130

多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并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的减排路线图。中国承诺到 2030 年

                                                   
2 www.worldbank.org/oceans 
3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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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彰显了中国加强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强烈意愿，

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力量的一部分应对当前气候危机的雄心。 

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海洋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都至关重要，因为海洋是唯一持续

的碳汇，在 1850 年至 2019 年期间，海洋吸收了约 37%的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或约

25%的化石燃料燃烧和由于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的排放（Friedlingstein等，2020年）。基

于海洋的气候解决方案大体上包括海洋经济中的二氧化碳移除(CDR)和减排(低碳转化)。

前者可以是基于自然的(如恢复生态系统或管理海洋物种的碳封存作用)，也可以是基于地

球工程的(如海洋碱化、植树造林)。有一系列的 CDR 方法正在计划中，有些已经在开展。

因此，海洋提供了一系列潜在的基于海洋的减缓气候变化方案，可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包括但不限于:培育碳效率高的生态系统(“蓝色森林”)、利用海洋固有的能源潜力、

最大限度地减少航运等基于海洋的活动的碳足迹、利用海底储碳的能力、在海洋生产中

对碳的再利用，以及调整渔业供应链和人类对水产品的消费转向低碳的海洋来源的蛋白

和其他营养来源。这些活动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培育若干新的海洋经济行业，并在

推动海洋经济增长和改善海洋环境的同时，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Hoegh-Guldberg 等

人在 2019 年进一步预测，基于海洋的减缓气候变化方案可在全球升温 1.5°C 情景模式下

减少高达约 21%的“排放差距”，在全球升温 2.0°C 情景模式下则可减少约 25%的“排放差

距”。 

2.2.2. 海洋经济 

全球海洋经济的价值估计为每年 2.5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规模。根

据经合组织的预测，到 2030 年，这一“蓝色经济”在增加值和就业两个方面都将超过全球

经济的整体增长。中国是全球海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2022 年，中国海

洋工业生产总值达到 38 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与去年持平。中国是世界上领

先的水产养殖和船舶生产国，分别占全球海产品和船舶总产量（总吨位）的约 58%

（2020 年）和约 45%（2022）（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联合国贸发会议，2022）。然

而，中国和世界海洋经济的现有模式如何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变，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认为，碳中和目标正在被确立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为当前的海洋经济向可持续蓝

色经济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机遇。 

在本章中，我们简要概述了海洋经济重要的五个子行业,具体是海洋矿产资源和海上

油气业、海运、海洋可再生能源（ORE）、食物生产和其他供应链问题，以及离岸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CCUS)，这些行业可能为海洋经济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提供重要机会。 

海洋矿产资源和海上油气业 

40 年来，中国海洋矿产资源和海上油气业开发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和

原材料。 

海底采矿是中国未来海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潜在组成部分。中国目前的活动主要集

中在对沙子和砾石等海洋混凝料的提取，这些材料被从海床中提取出来，用于建筑工业、

海滩养护和海防。对这类资源的需求可能会增加，但应当指出，由于对生境的影响和对

海岸线侵蚀的影响，从沿海地区移走沙子的能力将来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限制。海洋矿产

资源行业发展了对蓝色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操作技能。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一个高度资本化的行业。中国目前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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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发生在近海，主要在渤海和南海北部，在东海也有一小部分。海上石油和天然气

项目，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成为碳氢化合物资源的主要来源。海上制氢以及海上油

气开采具有许多优势。氢气的运输和储存都可以大规模地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完成。此外，

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平台可被再利用于可再生氢气的生产，这为希望转变其经营方式并利

用其在恶劣海洋环境中的经营知识的上游石油公司提供了有利机会。在油气行业，公司

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数字化和环保解决方案。能源和环境的重点是海上风力和氢气基础设

施，以及用于海洋解决方案的燃料电池。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供应商在这一转变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油气行业是一个高风险领域，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环境后

果。 

矿产资源业和油气业都有很大机会在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方面是加强开发低碳技术所需关键材料的供应，另一方面是尽量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

响，并通过采用气候中和、循环、负责任和资源节能型的方法支持减缓气候变化。这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优先性和走向脱碳化的趋势。 

海运 

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海上运输已成为全球经济的

重要引擎，并日益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Du 等，2015）。 迄今为止，海运作为

覆盖长距离和运输大量货物的最具成本效益的运输方式(Barberi 等，2021)，尽管 COVID-

19 大流行影响到海上运输，并给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 90%以

上的跨境贸易依然是通过海运进行的。但海运对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备受关注。据报

道，与航运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2012 年的 977 亿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1076 亿吨，

到 2050 年可能增加约 130% (IMO, 2021)。除了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外，海运业的排放也对

全球的空气污染有很大影响（Wang 等，2008）。全球约 15%的人为 NOx 和 5-8%的 SOx

排放是由远洋船舶造成的（Corbett 等，2007）。随着海上运输需求的增加，港口开发和

造船业日益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港口开发在促

进港口城市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同时，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Axel 等，2011 年)。同

样，造船业也是具有环境挑战性的行业之一，它具有化学和有害物质的暴露性，被称为

高能源消耗、高材料消耗和高污染行业（Rahman 等，2015）。 

与大多数其他行业一样，航运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通过一系列旨在使运营更环

保、更便宜、更高效的技术创新来实现转型。鉴于海上运输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因此法

规、政策和激励措施的实施应涉及在相互作用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内的众多合作政府。促

进合作的关键动力之一可能是增强有利于环境和气候的活动的经济和财政利益，即减税、

赠款和资金，例如一旦证明排放量显著减少就可获得这些利益。 

海洋可再生能源 

海洋可再生能源是国际关注的海洋经济的新兴行业之一。对于许多沿海和岛屿国家

来说，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太阳能和氢能是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能力的最可行

机会。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容量的增长、场地可用性的扩大和成本的显著降低，

在风力涡轮机可靠性等重要技术进步的支持下，海上风能技术得到了强劲的增长。通过

吸取陆上风电行业的经验教训和开展竞争性招标，海上风电有望取得进一步发展。2021

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1690 万千瓦，是上年的 5.5 倍，累计装机容量跃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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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4。促进和可持续部署海洋可再生能源可为能源系统的脱碳做出重大贡献，这对实现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 

然而，大规模开发海洋可再生能源仍存在潜在的生态和社会风险。我们已经看到，

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规划和有效的电力传输部署，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场建设对宝贵

的自然保护区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与农业和城市区域产生了冲突。在部署海洋可再生能

源时，应吸取这一教训，同时认识到潜在的风险并准备相应的解决方案。除了加速核心

技术的研发外，还需要填补知识空白，并需要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变革来驱动这一进程。

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如何确保海洋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够有效地避开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区域，包括海

洋哺乳动物、鱼类和鸟类的迁徙走廊，并考虑到未来的气候变化? 

（2）如何明确海域最佳利用的审批权限，科学分配不同用途，形成共存的良方? 

（3）如何加强能源规划、生态系统和海洋资源管理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合作，将海

洋健康影响纳入项目审批和管理? 

（4）如何加快研究和实施有效的生态恢复和补偿机制，并更充分地了解对生态系统

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例如公平性的问题)? 

（5）如何在兼顾当地社区福祉、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推动能源项目与其

他行业的创新整合? 

2.2.3. 食物生产和其他供应链问题 

本报告第四章将更详细地讨论海洋捕捞渔业和海水养殖行业在碳中和战略中的作用。

因此，我们仅在此提供一些背景资料，说明这些行业是如何导致气候问题的，并简要概

述促进这些行业向可持续和低碳转型的一些关键机会。 

帕克等人在 2018年估计，全球海洋捕捞渔业（约占全球粮食产量的 4%）每年产生约

1.7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其中燃料燃烧占 70%以上。捕鱼技术的进步刺激渔

船发动机发展得更为强劲，增加了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据估计，燃料成本可占总捕鱼成

本的 60%（Greer 等，2019）。此外，特定渔具如底部拖网的使用，通过直接的渔船排放

和间接的对海底具有储碳功能的沉积物的干扰，增加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 

减少捕鱼量或提高拖网渔船发动机的燃料效率可有助于减少碳足迹。联合国粮农组

织估计，尤其是对于使用灯光吸引鱼群的渔业而言，通过使用更有效的发动机、更大的

螺旋桨和更好的船形，采取船体改造、降低速度和使用高效的 LED灯等措施，可减少 10-

30%的船舶排放量。使用需要较少燃料的渔具捕捞传统物种，如围网、刺网和延绳，可

大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拖网渔具，减少排放的措施则包括采用多重装备、高效的

水獭板、离底捕捞、高强度材料，以及大网眼和小直径的绳索。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水产养殖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食物来源，水产养殖业的扩张意

味着它将贡献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导致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Poore 和 

Nemecek, 2018）。分析全球和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国）的定量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饲料

                                                   
4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2021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2 年 3 月。来源：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6/07/5694511/files/2d4b62a1ea944c6490c0ae53ea6e54a6.pdf, 2023 年 7

月 29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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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是水产养殖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MacLeod 等，2020；Xu 等，2022）。水产养

殖部门的主要改进包括减少能源密集型饲料的使用，改善饲料管理，并在适当情况下考

虑发展再生水产养殖做法，这可能有助于减轻气候影响并提供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例如，

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改善，生计的改善）。 

在制定水产养殖和渔业管理战略及其他有关管理控制措施时，燃料使用和温室气体

排放应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应使海洋牧场、船队和供应链向绿色能源（如水电、地热、

波浪能、核电）或更绿色的来源（如天然气、生物气）转型，从而减少碳排放。某些渔

业管理措施可能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大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一般而

言，减少捕捞强度(特别是对于燃料密集型渔具而言)、增加鱼类种群的渔业管理，可能是

减少燃料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Waldo 等，2014；Ziegler & Hornborg 等, 

2014)。 

此外，对强有力的渔业管理予以激励将是重要的，这类强有力的渔业管理措施可通

过直接对气候影响做出反应的适应性管理干预（Gaines 等，2018）和间接的税收、补贴，

驱动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渔业发展补贴应转向对设施升级的支持，以实现更安全的

生产和减少收获后的损失，并支持强有力的可持续管理措施和关键渔业资源的保护。人

类的健康和食物软政策，如考虑环境影响和营养需求的饮食建议（Golden 等，2016），

也有助于实现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由于缺乏对小型渔业和水产养殖实体的基本信息

和有效管理，而这类实体可能对渔业资源耗竭和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

应加强对这类实体的调查和管理。最后，与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发和推广海产

品透明度、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并将采用这些标准的配套政策工具与金融

风险管理指导文件相结合，有助于推动金融服务向激励可持续海产品生产和供应链实践

的转变。 

2.2.4.  离岸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离岸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即“离岸 CCUS”）可能会对减排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对

没有替代方案或替代方案极为有限的难以减排的行业来说。中国已在南海北部建设了第

一个离岸 CCUS 项目，即“恩平”项目。如果该项目能够证明离岸 CCUS 是安全可行的，

那么它将促进后续项目向其借鉴，并有可能降低成本。同时，中国正在规划后续更加全

面的离岸 CCUS 项目群，这将整合个体二氧化碳供应商的完整供应链、灵活的运输解决

方案，以及开放的存储基础设施，为中国各地的公司提供安全和永久海底封存二氧化碳

的机会。 

预计接下来的这些项目将包括从工业来源（即：废物转化为能源和钢铁）捕获二氧

化碳，并将液体二氧化碳从这些工业捕获点运输到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的陆上终端。从

那里，液化的二氧化碳将通过管道运输到中国东海或南海的海床下的一个海上储存地点，

用于永久储存，尽管应注意到，要确保高效和安全的管道运输，还需要克服一些挑战。

这些项目的第一阶段（如广东大亚湾）很可能在 2030年前启动。运输和储存运营商(即中

海油、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第一阶段的雄心，即每年至少储存 10万吨二

氧化碳。 

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科学院估计，在中国近海沉积盆地的地质结构中，理论上有

5000-8000 亿吨的二氧化碳储存潜力。中国将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在其领海内的离

岸 CCUS 取得社会经济效益。由于离岸 CCUS 的调查是针对 30 年的时间跨度进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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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促进稳定的商业框架以鼓励低碳投资的政策必须在实施之前就已经到位。 

2.3. 挑战和机遇 

在通过与碳中和目标的协同作用提高海洋经济可持续性的努力中，需要应对和优化

许多挑战和机遇。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2.3.1. 科学与技术 

目前，对于大多数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CDR)技术是否能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及

其对温室气体总通量的影响，在认知上还存在重大缺口。虽然在陆地系统中也存在这些

问题，但在海洋中更为特殊，因为在水下进行海洋观测很困难，而且测量表层海的海-气

交换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了解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影响，

确保消除二氧化碳带来的好处不会被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生计、食品安全和环

境正义的风险所抵消，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任何对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的部署，

都需评估其在分配方面的公平性等社会影响，并开展全领土/领海范围内的空间研究、探

索碳中和潜力，以推动国家行动。 

碳监测、报告、验证（MRV）机制 

所有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方法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监测、报告、验证海

洋储碳量及储存方式的持久性，特别是考虑到气候变化和人类发展模式的不可预测性对

此带来的影响。此外，来自红树林和盐沼的其他温室气体（包括甲烷）的排放也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此类排放会严重限制这些生态系统的气候减缓潜力，即储

碳能力（Rosentreter等，2021）。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可帮助从大气中封存碳的数量尚未

被精确量化，因此最不适合作为基于自然的二氧化碳移除方式。然而，有充分的科学证

据表明，保护现有的鱼类和大型海洋动物种群可以产生多种协同效益，并可帮助我们避

免海洋中大量新的二氧化碳排放。 

总之，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是一个新兴领域，正在获得大量的关注。然而，二

氧化碳移除不能替代快速和有效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该技术的开发和潜在的应用，只

应作为全面和公平的气候战略的一部分。 

2.3.2. 政策 

蓝色金融 

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已经发行了两套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保护予

以高度关注的“可持续发展债券”——世界银行与瑞士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债券，以及世界

银行与摩根大通的可持续发展债券。此外，一些沿海国家和地区也发行了蓝色债券，比

如“塞舌尔蓝色债券”、“北欧-波罗的海蓝色债券”、“大自然保护协会蓝色债券”、“斐济蓝

色债券”。虽然这些蓝色债券可被认为是蓝色金融的一部分，但仍需有框架或资源来详细

阐明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工具促进海洋经济的转型和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 

评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关于评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海洋储碳潜力的国际政策，主要来自 1992 年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该公约要求缔约方促进对海洋以及其他沿

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中所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的可持续管理。在此基础上，2015 年《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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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在“序言”部分重申“酌情保护和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提到的温室气

体的汇和库的重要性”，并在第 5 条第 1 款中指出，“缔约方应采取行动，酌情保护和加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4条第 1款（d）项中提到的温室气体的汇和库。”澳大利

亚和美国已开始将蓝碳纳入其数字减排目标，并根据《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中与 2013 年湿地相关的内容，对蓝碳进行了补充计算。日本已经为海草床实施了几

个蓝色碳抵消信贷项目，并正在为天然和人工养殖的大型藻类试行碳信用项目。  

旨在评估和保护除碳汇以外的多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国际政策和计划，围绕“恢复

海洋生态系统以实现健康和富饶的海洋”这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中的目标 14

展开。其他的全球性文书主要包括: 1）《拉姆萨尔湿地公约》（1971 年）；2）《世界遗

产公约》（1972 年）；3）《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 年）；4) 《2015—2030 年仙台减

轻灾难风险框架》(2015 年)；5）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 年）；6）“联

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2017 年）；7）“联合国生态系统恢

复十年”（2019 年）。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已根据各自的法律或许可框架实施了海洋生

态系统保护项目，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有管理的海岸调整综合沼泽地恢复计划”，

该计划基于“环境资源许可 (ERP)项目- 环境保护部（DEP）/水资源管理区的联合申请程

序”，而澳大利亚的 Tomago 湿地恢复项目基于“新南威尔士州初级产业部门第 37 节之渔

业许可 P07/13”。 

在实施具体干预措施/解决方案时评估效益的影响  

在实施具体干预措施/解决方案时评估效益影响的政策源自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

的技术标准。一些非政府组织还制定了基于这些标准的评估政策，即验证碳标准(VCS)。

相较而言，VCS 更为详细。具体而言，CDM 中用于衡量蓝碳效益的政策主要包括：1）

CDM 机制中的中、大型规模造林和再造林项目——“退化红树林栖息地的造林和再造林

活动”（AR-AM0014）；2）CDM 机制中的小规模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在湿地上实施

的造林和再造林活动”（AR-AMS0003）。VCS 在相关项目中用于衡量蓝碳效益的政策主

要是：1）“潮间带湿地恢复和保护项目活动中基线碳储量变化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估

算”(VMD0050), 以及“REDD+方法学框架”下的子方法 (VM0007)；2）“潮间带湿地恢复和

保护项目活动中碳储量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监测方法”（VMD0051）；3）“海岸

带湿地创建方法学”(VM0024)；4）“潮间带湿地和海草修复方法学” (VM0033)。 

在国家自主贡献（NDC）中纳入蓝碳的相关政策 

蓝碳生态系统（具有固碳功能的海岸带生态系统）因其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

的显著作用而受到重视。各国已开始在其国家自主贡献清单(NDCs)、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GHG)、国家适应计划(NAPs)和其他高级别的气候相关政策中适当地将蓝碳生态系统纳

入考虑。 

鉴于许多拥有丰富蓝碳资源且对气候变化影响不大的国家，其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内

生产总值（GDP）相对较低，因此，将蓝碳纳入国家自主贡献或其他承诺可以使此类发

展中国家实现其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腾出资源投资于所需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2.3.3. 法律框架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

十六、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的召开，海洋议题已成为气候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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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到基于海洋的碳中和法律和政策的走向。然而，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将基于海

洋的行动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NDC），这可能会阻碍海洋经济向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转

型。 

海运的法律框架 

在国际法层面，《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 公约）是预防和控制船

舶污染物排放造成环境损害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书。国际海事组织（IMO）还通过修订

MARPOL公约相关内容的方式，出台了船舶碳减排的约束性法规和政策。 

在国内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船舶能耗数据和碳强

度管理办法》（简称“《办法》”），规定了中国船舶能耗数据和碳强度管理的要求，适

用于 400 吨以上的中国籍船舶和进出中国港口的外国船舶。 

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框架 

在国际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加入的条约中尚无与此直接相关的。在国内

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可作为基本法律文件。该法从资源调查与发

展规划、产业指导与技术支持、推广与应用、价格管理与费用补偿、经济激励与监督措

施、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规定。然而，该法于 2005 年通过，

后又于 2009 年修订。那时，碳中和尚未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并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远不

如今天这般。因此，该法对碳中和战略背景下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益的指

导。 

渔业管理的法律框架 

在国际法层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贸易组织《渔业

补贴协定》和《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可适用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于 2022 年 6 月通过的《渔业补贴协定》，禁止了有害

的渔业补贴这一导致世界鱼类资源普遍枯竭的关键因素，标志着海洋渔业的可持续性向

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国内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应被适用。遗憾的是，

该法没有在渔业管理中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作为一种一般方法。这可能影响

渔业资源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协同和整体性管理。  

离岸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法律框架 

在国际法层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

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即 1972年伦敦公约）及其 1996年议定书，以及《控制危险废物

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可能被适用用于规范离岸 CCUS 项目的实施。在国内法

层面，在考虑离岸 CCUS 项目的环境影响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应

被考虑适用。然而，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可能会遇到障碍和问题，因为只有当离岸CCUS

项目被认定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时，才能按照该法第六章“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

环境的污染损害”的规定来适用该法。此外，在国内法中没有关于离岸 CCUS 全生命周期

的系统性法律框架，此类法律框架对于支持离岸 CCUS 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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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章具体建议 

高级别建议： 

 将可持续的蓝色经济设定为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将其作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的一部分，并将其纳入国际合作框架。 

 评估全球海洋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以支持可持续方式的增长和促

进蓝色经济中的碳中和。采取税收优惠、产业配套、创业支持、人才引育等政策

措施，鼓励和支持海洋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蓝色经济和碳中和方面的数字技术

（例如数字孪生海洋）。更重要的是，大力推动这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

应用。 

 完善管理体系，兼顾生态和社会经济目标。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

建立覆盖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制定框架和指标以全面核算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成果，并加强对可持续蓝色经济

的财政支持。评估现有的国家《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金融政策，研究建立

蓝色金融新框架的必要性。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以支持海洋经济

的低碳转型。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在促进海洋经济蓝色转型中的作用。 

 寻求在科学和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机会。通过双边和多边平台和机制，

如 “一带一路”倡议、博鳌亚洲论坛(BFA)、世界经济论坛(WEF)等，促进海洋与碳

中和科学、技术、教育、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全方位国际合作。 

 加强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相关的研究和教育，特别是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相关的跨学

科研究和教育。 

 准确、全面地核算海洋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具体建议： 

 为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CDR）制定研究行为准则，确立科学诚信的基本原

则（如透明度和结果的传播），公平和公正（如公众咨询）以及负责任的研究

（如潜在危害的最小化和责任分配）。应该要求政府资助的接受者遵守这一行为

准则，并且应该制定计划，鼓励在私人资助的支持下进行 CDR 研究的科学家接受

这一准则。此外，应适时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国内法，以加强对基于海洋的二氧化

碳移除的监管。 

 加快向低碳型海洋工业实践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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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塑料垃圾和蓝色循环 

3.1. 背景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塑料生产和消费呈指数增长，如果一切照旧，到 2060

年将增长两倍（OECD, 2022）。由于大多数废弃的塑料制品最终进入海洋，因此塑料污

染被认为是世界各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中严重的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此外，塑料相

关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涉及温室气体（GHG）排放(Sharma et al., 2023)。研究表

明，塑料及相关化学品和塑料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UNEP 2022）。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海洋塑料的来源、归趋和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1）塑料入海量的

估算；2)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3）塑料在海洋环境中的输运路径和归趋；4）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包括微塑料和化学浸出液）对海洋生物、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过

程的影响；5）微塑料对人类健康的风险。海洋塑料污染对海洋航运、旅游业、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造成的全球经济成本，加之沿海清理费用，估计至少为 60亿美元，到 2018年可

能达到 190 亿美元或更多（UNEP, 2021b）。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塑料垃圾流

入海洋和促进蓝色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章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综述了中国海洋塑料的污染现状和来源，并就塑料

垃圾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塑料废弃物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特别是

对蓝色经济的影响；指出了海洋塑料污染在科学研究、政策体系和法律框架等方面存在

的不足。在介绍现有影响知识和法律法规空白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紧迫环境问题

的对策和行动，包括环境技术和商业解决方案。 

3.2. 中国海洋塑料废弃物的规模和来源分析 

3.2.1. 环境中塑料垃圾的规模估算 

根据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7》，中国城乡固体

废物处理情况显示，中国城市和县级市的未经合理处理垃圾率分别为 1.00 %和 3.89 %，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最近一项研究表明，2011 - 2018 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99.7%，主要以卫生填埋和无害化焚烧处理为主(Huang et al., 2022)。此外，注意到由于

拾荒者的介入，他们收集了大部分容易回收的塑料，如塑料瓶，因此，中国的未经合理

处置的塑料垃圾的构成非常不同。这些活动的贡献在年度统计中没有被考虑在内，这将

进一步降低塑料垃圾的未经合理管控的比例。因此，在不考虑中国沿海经济较为发达、

固废管理能力较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未经合理管控的塑料垃圾平均水平将

低于 Borrelle et al.（2020）估计的 23.25%。根据全国城乡人口比例，合理估计全国城乡

未经合理处置的塑料垃圾率在 3%-8%之间。根据 2019 年中国年度统计数据中沿海地区城

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估计中国沿海地区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比例约为 1.3 %。因此，

沿海地区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数量约为 5.5 万吨，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部分塑料垃圾可能泄

漏到海洋中。 

在另一个案例中，按照 Borrelle et al.（2020）的方法，我们估计 2016年管理不善的塑

料垃圾比例约为 7%，那么中国排入水环境（江、河、湖、海）的塑料垃圾总量为 37.83-

46.9 万吨，平均为 42.43 万吨。扣除江河湖泊的滞留量后，进入海洋的不到三分之一，即

不到 1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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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建模方法，另一项研究使用物质流模型和实际观测数据来估计中国管理不

善的塑料垃圾的年产量。他们估算 2011年进入到环境中的塑料垃圾数量不到 56万吨。该

研究还表明，从 2011 年到 2019 年，中国入海的塑料垃圾数量整体上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Bai et al., 2018）。 

3.2.2. 主要来源 

3.2.2.1 河流输入 

河流一直被认为是塑料垃圾输入海洋的最大来源，但在中国，随着全国性的生态环

境治理河长制实施、垃圾无害化处置和分类管理水平提高，最新的监测调查研究表明，

中国最大的入海河流长江塑料垃圾年入海量仅为 Lebreton et al. (2017)估算的 10-20%左右

(Zhao et al,, 2019, Mai et al., 2020, Meijer et al., 2021)，而其他中国所有河流入海塑料垃圾

量总和也只有长江的 50-60%。  

3.2.2.2 沿海地区生活垃圾的泄漏 

中国沿海塑料垃圾泄漏进海洋主要是来自人们的生活、旅游休闲等活动的丢弃物

（各类泡沫塑料块、塑料饮料瓶、食品包装袋以及塑料袋、水瓶等生活用品）。这些塑

料垃圾主要漂浮和聚集在海岸潮间带和近岸海域，以及港口和码头等区域，但目前对其

沉入海底的量尚未有深入了解。 

3.2.2.3 海上经济活动的泄漏 

尽管大部分海洋塑料垃圾来自陆地，但海洋来源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不同地区的情

况有所相同，海源塑料垃圾可占海洋垃圾总量的 32-60%(GESAMP, 2021)。海上经济活动

是产生塑料垃圾最多的海上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产生的塑料垃圾数量尚未得到准确量

化。 

海上经济活动产生的塑料垃圾排放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是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也

是最难以管理和控制的，是海洋塑料垃圾产生的重灾区，中国也是如此。泄漏的塑料垃

圾主要来自海上渔业捕捞作业渔船、运输船舶、渔业养殖等产生，如泡沫塑料、渔网、

渔具、塑料瓶、食品包装袋，以及各类塑料生活用品。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少部分漂浮

聚集到海岸，聚集在水动力条件较弱的区域，但大部分沉入海底或随海流输运到其他区

域。因此，海上经济活动产生的塑料垃圾泄漏应是中国未来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重点。 

3.2.2.4 跨洋转移 

各种来源泄漏到海洋里的塑料垃圾会随着海流和风向其他海域进行扩散和输运，既

包括在近岸和潮间带的漂浮转移，也包括我们看不见的在海底的输移。我们目前还不太

清楚在海底的输移的塑料垃圾量，但其数量肯定较大，应该给与极大关注。另外，令我

们更加关注的是塑料垃圾的跨国的海洋转移。海洋塑料垃圾输运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海

洋漂浮塑料垃圾可以随洋流进行远距离输移。采用拉格朗日粒子跟踪方法对我国渤海、

黄海和东海近岸的微塑料输移路径进行水动力模拟(Zhang et al., 2020)，研究发现只有不到

18% 的陆域微塑料从近岸最终迁移到了太平洋，而其余的微塑料则由于复杂的水动力过

程而主要滞留在近岸海域(Zhang et al., 2020)。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突出和强调了海洋塑料

垃圾是一种需要加以高度关注的跨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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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遇与挑战 

3.3.1. 海洋塑料垃圾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塑料污染几乎进入了海洋的每一个部分，从海面到深海海底，从极地到最偏远岛屿

的海岸线，影响着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塑料污染可造成直接的有害物理影响，以及通

过渗入或吸附物质产生间接的化学影响（Silva et al., 2021）。塑料垃圾和化学品的影响性

质取决于物种的形状、体型、移动方式、进食模式和栖息地，以及塑料物品和碎片的类

型、形状、大小和密度（Bucci et al., 2020），影响的情况和严重程度取决于暴露水平

（Besseling et al., 2019）。 

海洋塑料的物理影响包括缠绕、塑料摄入、海洋生物生长于塑料物品上以及塑料接

触或覆盖生物（如窒息），可能会造成包括行动受限、受伤、窒息、死亡、生物的漂流

扩散和病原体传播等各种影响。化学影响指塑料污染产生的有害化学物质作用，这些物

质是通过摄入或接触受污染的水、空气、沉积物或食物而直接吸收的。由于微塑料颗粒

有比较高的能力运输和转移危险污染物，因此受到特别关注。与塑料相关的主要有害物

质包括双酚 A（BPA）、邻苯二甲酸酯、阻燃剂、金属、石油烃、多环芳烃（PAHs）、

多氯联苯（PCBs）和有机氯农药，这些物质可以从肠道进入血液或器官, 并对生长、生理

变化、繁殖和毒理方面等产生影响（Tekman 2022）。化学物质通过不同的机制从塑料转

移到生物体（Koelmans et al., 2016）。它们可以直接从生物摄入的塑料中渗入体内，或从

塑料进入环境后通过生物的皮肤或鳃吸收，或者透过食用受污染的猎物而被吸收。 

3.3.1.1 塑料污染对物种的影响 

塑料污染对包括濒危物种在内的各个主要海洋物种类别的影响： 

 一项针对海鸟的空间风险分析（Wilcox et al., 2015）利用塑料垃圾的全球分布和

塑料摄入的实际速率得出结论，1962-2012 年间，59%的海鸟物种和 29%的海鸟

个体摄入了塑料。 

 一项针对海龟的全球分析估计， 52%（34 万只）的海龟已经摄入了塑料

（Schuyler et al., 2016）。在每年搁浅的数千只海龟中，有 6%被发现被海洋垃圾

缠绕，其中 91%已经死亡（Duncan et al., 2017）。 

 对 1990年至 2015年间在爱尔兰海岸搁浅的鲸鱼进行的尸检显示，9%的鲸鱼摄食

过塑料垃圾（Lusher et al., 2018）。 

 浮游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捕获碳。浮游动物和其他海洋生物摄入浮游植物，它

们粪便中会包含捕获的碳。粪便随后被排泄并沉入海底，存留数百至数千年。然

而，浮游动物摄入微塑料会使粪便更具浮力（Wieczorek et al., 2019），并降低浮

游动物的摄入率（Cole et al., 2015）、生长和繁殖（Cole et al., 2013），从而影响

海洋的碳汇功能。 

 研究发现，采自中国长江口、东海和南海的 21 种经济海洋鱼类均摄入了微塑料

或中型塑料，其中塑料纤维是在其胃肠中发现的最常见形态(Jabeen et al, 2017)。 

3.3.1.2 塑料污染对海洋栖息地的影响 

塑料污染还影响各类主要的海洋栖息地，损害生态系统功能，包括它们通过初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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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封存二氧化碳的能力： 

 在亚太区调查的 159 个珊瑚礁中，有三分之一受大型塑料垃圾污染（Lamb et al., 

2018）。大型塑料垃圾容易被困在珊瑚礁中，导致珊瑚群落窒息并引发珊瑚疾病

（Lartaud et al., 2020; Lamb et al., 2015）。微塑料会抑制共生藻类（Cladocopium 

goreaui）的营养吸收、光合作用，并增加了细胞死亡率，降低藻类细胞的密度和

大小（Su et al., 2020）。 

 由于在海草栖息地和生活在其中的无脊椎动物体内都发现了微塑料，任何以它们

为食的草食动物或捕食者也可能摄入微塑料，与海藻的情况类似（Gutow et al., 

2016）。实验室研究表明，与环境相关的 BPA 浓度会影响海草 Cymodocea nodos

的光合作用，从而影响其生长（Adamakis et al., 2018，Adamakis et al., 2021，

Malea et al., 2020）。 

 由于 54%的红树林栖息地位于河口 20 km 以内，它们特别容易受陆源塑料污染影

响（Harriset al.，2021）。在爪哇红树林中，随着塑料污染覆盖林底的比例接近

100%，红树林的叶片会严重损失，并且死亡率增加（van Bijsterveldtet al.，

2021）。 

 南中国海的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和大型藻类生态系统的微塑料研究发现，珊

瑚礁表层水体中微塑料的丰度高达 45,200 个/立方米，红树林沉积物中的微塑料

丰度高达 5738.3 个/千克，海草床沉积物中的微塑料丰度高达 927.3 个/千克。红

树林生态系统的污染负荷指数（PLI）为 3-31，海草床生态系统的污染负荷指数

为 5.7 -11.9，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污染负荷指数为 6.1-10.2(Zheng et al. 2023)。 

3.3.2. 海洋塑料垃圾对蓝色经济的影响 

海洋塑料垃圾在海洋垃圾的三种分类（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海底垃圾）当中

均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一大典型问题，也对蓝色经济可持续发

展带来了显著挑战。其对蓝色经济的影响途径通常包括：造成视觉污染影响滨海旅游业

发展、堵塞船舶动力系统损害海洋航运业安全、危害生物健康并影响人类对海洋渔业资

源的开发利用（安立会等，2022）。以下将从这三个方面简述其影响效应，并提出相应

的治理建议。 

3.3.2.1 对滨海旅游业的影响 

海洋塑料垃圾在以娱乐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海岸线和沙滩集中堆积，破坏了这些海岸

线和沙滩原有的自然风光景色，给游客造成了不良的观感和体验（Jayasiri et al., 2013）。

对于大部分针对旅游海滩的垃圾调查研究来说，通常涵盖所有类型的海洋垃圾，而在调

查结果中，海洋塑料垃圾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贡献者（Maione, 2021）。例如，在一项针

对孟加拉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考克斯巴扎尔海岸的海滩垃圾研究中，聚乙烯塑料袋是

数量最多的海滩垃圾类型（Rakib et al., 2022）。巴西最重要的国际旅游地点之一——圣

卡塔琳娜岛旅游海滩的风景质量也深受垃圾污染的影响，塑料垃圾是其中最多的组成成

分（Corraini et al., 2018）。国内方面，根据 2021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在

全国知名沿海旅游景点，如唐山碧海浴场、胶州湾、舟山、厦门鼓浪屿、汕头青澳湾、

惠州大亚湾、三亚湾等地的海滩垃圾数量均超过 100000 个/立方千米。对青岛主要旅游海

滩第一海水浴场的海滩垃圾调查中，塑料垃圾的数量也最为突出（Pervez & Lai, 2022; 

Pervez et al., 2021; Pervez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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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滨海旅游景点的海滩及海面漂浮垃圾的量化研究很多，但因其对景观的破坏

而对旅游业造成的隐性经济损失很难估计，而发生大型垃圾堆积事件后旅游景点受到的

经济损失则更易被估算（Jang et al., 2014）。例如，包括海洋塑料垃圾在内的海洋垃圾堆

积事件曾在 2011 年给韩国巨济岛造成了约 2900 万至 3700 万美元的旅游收入损失（Jang 

et al., 2014）。海洋塑料垃圾对滨海旅游业造成的隐性经济损失可以从游客的选择中体现。

海滩的清洁度是游客在选择海滩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Ballance et al., 2000; Tudor & 

Williams, 2006）。对我国滨海旅游景点游客的调查显示，海滩垃圾数量的多少显著影响

游客的支付意愿（刘佳等，2022；韦健华，2021）。一项对巴西巴拉那州海岸的研究中

指出，搁浅垃圾对游客选择性的影响可能会使当地旅游收入减少 39.1%，每年损失高达

850 万美元（Krelling et al., 2017）。 

基于海洋塑料垃圾污染对滨海旅游业造成的影响现状，建议如下： 

 开展垃圾监测工作。对重要旅游景点的海岸建立基线研究，对同一采样点进行一

定时间间隔的海洋垃圾调查，可以为当地的限塑政策和战略提供数据支撑

（Rakib et al., 2022）。我国将每年开展的海洋垃圾监测结果公布在《中国海洋生

态环境公报》上，提供了重要的监测数据，为我国海洋垃圾治理体系优化提供了

科学支撑。 

 协调利益相关者。对海岸沿线企业实施激励措施，协助它们提供纸制品、有机材

料制品等替代品代替塑料垃圾包装，减少人类活动造成的大量塑料垃圾丢弃

（Rakib et al., 2022）。 

 优化评估体系。将控制塑料垃圾污染纳入可持续海滩管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或激励

体系中 （Kutralam-Muniasamy et al., 2022）。 

 因地制宜，确立管理主体。在我国，可以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建立社

区责任制度（Pervez et al., 2021）。 

 严格实施相关政策与律法。颁布限塑政策和法律，保证限塑禁令的执行力度。尽

管一些国家已经颁布了限塑禁令，但由于执法不力，塑料购物袋仍在流通，促进

了旅游海滩塑料垃圾的产生（Maione, 2021）。 

 完善基础设施和垃圾收集处理系统。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垃圾桶以及清洁作业

的力度不足是旅游海滩存在大量海滩塑料垃圾的原因之一（Lima et al., 2022）。

分类垃圾箱等基础设施的设置是必要的（Pervez et al., 2021）。在废物管理基础

设施不发达的新兴旅游小岛上，塑料垃圾的产生与旅游淡旺季紧密相连，再生市

场小，内循环发展困难，同时回收非法处置的做法持续存在，亟需完善基础设施

和垃圾收集处理系统（Maione, 2021）。 

 提高公众意识。多项研究认为，海滩上的娱乐和旅游活动加剧了塑料垃圾的积累

（Jayasiri et al., 2013; Maione, 2021; Rakib et al., 2022）。因此，有必要对海滩游客

进行科普宣传，减少游客随意丢弃塑料垃圾的行为（Pervez & Lai, 2022）。加强

当地公众对治理工作的参与度也有助于减少海滩的塑料污染（Pervez et al., 

2021）。 

3.3.2.2 对海洋渔业的影响 

海洋塑料对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不容乐观的影响（Chen et al., 2021; 

Zhou et al., 2021）。在对中国沿海 21 个海洋经济鱼类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物种体内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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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不同程度的塑料成分（Jabeen et al., 2017）；而对全球各区域研究整合的结果表明，

有记录的 494 种被检测的鱼类中共计 323 种含有塑料，且 391 种经济鱼类中也有超过 262

种检测出了塑料成分（Markic et al., 2020）。 

海洋环境中的微塑料能通过水生生物的摄食进入其体内（图 1），并对其各种生理过

程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对其生长发育的抑制，繁殖、捕食等行为的改变，免疫系

统的破坏等。例如在对鱼类生长进行的对比试验中发现，暴露在塑料环境中的幼鱼生长

和存活概率均低于对照组（Naidoo & Glassom, 2019）；而根据无塑料区域和有塑料区域

鱼类捕食视频的对比分析，也证实塑料的存在确实减少了部分鱼类的捕食行为（Menezes 

et al., 2022）；在繁殖方面，塑料可以造成牡蛎卵母细胞数量下降 38%，使精子速度下降

23%（Sussarellu et al., 2016）；免疫研究则发现塑料颗粒可能引发鱼类免疫系统的应激反

应，并干扰鱼类种群的抗病能力（Greven et al., 2016）。 

此外，微塑料也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附着物，成为水体中病原体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载体（Stenger et al., 2021; Yu et al., 2022），进一步加剧这些物质对水生生物的危害。例

如研究人员在挪威西海岸的海洋塑料中检测到了 37 个细菌分离株，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

的方式证实了其中病原体对鱼类的潜在致病性（Radisic et al., 2020）。 

 

图 1 水产养殖系统中的海洋塑料路径（Chen et al., 2021） 

食物也是造成鱼类塑料含量上升的因素之一，这里的食物既包括在养殖过程中的人

工饵料，也包括野生鱼类的自然捕食对象。塑料已经普遍存在于海洋生态系统中，所以

鱼类在捕食时难以避免会摄入其中的塑料（Markic et al., 2020）。饵料鱼同时又是鱼粉的

主要原料，因此这从源头上就给鱼粉引入了塑料成分，此外鱼粉的加工，尤其是研磨过

程也会进一步造成塑料的进入（Mahamud et al., 2022; Walkinshaw et al., 2022）。相关调查

研究表明，鱼粉的塑料含量范围为 0~526.7 n kg-1，其中中国鱼粉（337.5 ± 34.5 n kg-1）

的塑料含量相对较高（Gündoğdu et al., 2021）。从具体的养殖生物来看，以大西洋鲑为例，

其在生长活动中所摄入的来自于水产养殖饲料的人造颗粒数（包括塑料在内）可达

1788~3013 个（Walkinshaw et al., 2022）。另一方面，为了降低鱼病的危害，养殖过程中

常常会使用药物，而由于这些鱼药（如抗生素等）长期暴露在塑料环境中，因此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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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吸附塑料颗粒（Yu et al., 2022）。 

海洋塑料对渔业发展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渔业活动本身也是海洋塑料

的重要源头之一。以一项对中国广西茅尾海浮筏养殖系统的研究为例，如果不加以限制，

预估在未来四年内就将有大约 3840吨塑料废物排入大海（Tian et al., 2022）。很多养殖设

施中包含有塑料成分，例如离岸网箱中使用的 PVC 管，养殖浮筏中的塑料浮子等，而在

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这些养殖装备可能受到自然的磨损、极端天气的破坏或者人为的丢

弃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其塑料成分脱落并进入水体（Skirtun et al., 2022）。同样地，捕捞

活动中长期使用的渔具，随着其磨损与丢弃，也有可能造成塑料成分的脱离。而据调查

统计，在 2018 年使用的 210 万吨塑料渔具中，其损耗量估计可达 4.84 万吨（Kuczenski et 

al., 2022）。 

如上文指出，养殖设施、渔具的损耗是海洋微塑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对这些塑

料装置进行更好的维护，提高其循环利用率，或者从原材料上进行调整都是减少渔业系

统微塑料排放的重要方式（Skirtun et al., 2022）。以澳大利亚为例，塑料渔具的损耗部位

主要是绳索（47%），网箱组件（30.7%）和浮子（22.3%），则可以针对这些部位进行

重点维护（Bornt et al., 2022）。而就鱼粉、鱼药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制造工艺、

替换原材料等方式，进而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其单位塑料含量；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提高

投饲效率，调整饲料配比，严格控制鱼药用量或使用相关替代物等方式来减少其绝对用

量（Bae et al., 2020; Quinton et al., 2007; Reverter et al., 2014）。 

3.3.2.3 对海洋航运的影响 

根据海洋塑料垃圾的分布位置，对航运造成影响的主要是海面漂浮垃圾。漂浮的塑

料垃圾例如塑料瓶、海上浮标、废弃渔具等可能会造成螺旋桨和船舵缠绕、进水口和冷

却系统堵塞，进而使船只的稳定性和机动性降低，乃至船只毁坏和碰撞，因此会给航运

带来高昂成本和航行风险（Hall, 2000; Hong et al., 2017; IMarEST, 2019）。其中废弃、遗

失和丢弃的渔具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海基海洋垃圾，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塑料等合成材

料渔具被更广泛地使用，全球的捕捞努力量也持续增加（Gilman et al., 2021; Hong et al., 

2017）。全球每年约有 5.7%的渔网、8.6%的陷阱类渔具和 29%的渔具相关绳索故意或意

外地进入海洋（Richardson et al., 2019）。有研究量化了废弃渔具在韩国海域对军舰的影

响，强调了其威胁一直存在，且在恶劣天气下造成的危害将会更大（Hong et al., 2017）。 

既有研究中存在因为漂浮垃圾缠绕螺旋桨导致船只损失和大量人员伤亡的记录（Cho 

2005），但因维修和维护成本导致的经济损失更常见（Hong et al., 2017）。例如香港虽然

在港口拥有有效的海洋垃圾清理系统，但是因海洋垃圾导致的船只损坏和误工，对高速

渡轮服务运营商造成的损失可达每艘船只每年约 19000 美元（McIlgorm et al., 2009）。据

统计，海洋塑料垃圾 2008年对 21个环太平洋经济体的航运业造成的损失约 2.79亿美元，

占对海洋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的 22.14%，低于渔业的 3.64 亿美元（28.89%）和海洋旅游

业的 6.22 亿美元（49.37%）（McIlgorm et al., 2011）。另一项统计显示，2012 年欧盟航

运业中海洋塑料导致的救援费用高达 83 万欧元至 218.9 万欧元（Welde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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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洋塑料垃圾对航运的潜在威胁的严重性得到了很好的认可，但是航行风险相

关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关于海洋垃圾的研究中成果最少的问题之一，证据仍然比较有限

（Hong et al., 2017; 赵玲等，2022）。 

未来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需要依赖国际合作，以及国家内部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努

力 （Borrelle et al., 2017; Wu, 2022），促进塑料使用向可持续的循环经济的转变（Gilman 

et al., 2021），改善固废的回收和管理（Wu, 2022），对塑料制品征税  （Napper & 

Thompson, 2020），加强对废弃渔具的管理和环保渔具的支持（Hong et al., 2017），加强

宣传力度和公众参与等（Van Sebille et al., 2016）。国内方面，研究建议我国应完善海洋

塑料垃圾治理体系，从源头减少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加强政府、生产企业和消费者三方

共治原则，加强废旧渔网渔具无害化处置与回收再利用，鼓励民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

为全球治理进程贡献中国智慧（安立会等，2022；李雪威和李鹏羽，2022）。 

3.3.3. 塑料全周期治理的知识和政策差距 

海洋塑料污染的产生原因与广泛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由于塑料的生产和消费与社

会经济体系紧密结合，全球各国迫切需要更全面的治理方法，超越仅仅对海洋生态系统

中塑料垃圾污染的狭隘层面的关注。治理海洋塑料污染和垃圾需要一种“超越常规”的思

维，关注塑料产品及相关服务的全生命周期。通过考虑这些活动引起的社会、环境、健

康和经济影响，塑料的全生命周期方法确保了在塑料生产、消费、处理和回收链中识别

关键污染节点。从原材料提取、二次材料加工到产品制造、分销、维护和使用，再到终

端管理等各个阶段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予以充分关注（UNEP，2021a）。因此，这种全

生命周期的理解也需要对塑料危机的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政策干预。在全生命周期塑料治

理的研究中，有两个普遍趋势。第一类研究试图构建一个塑料循环经济，而另一类研究

关注建立全球或地区性的塑料污染公约或条约（Nielsen et al., 2020）。 

案例：浙江“蓝色循环”项目 

浙江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构建了“海上污染物收集-陆地高值利用-国际碳交

易增值”的海洋塑料治理体系，达到了减污降碳、资源再生、群众增收的目标，形成

了“政府引领，企业主体，产业协同，公众联动”的治理机制，创造了具有内驱力、可

持续的“蓝色循环”模式。 

一是政府引领。政府设定治理目标，开放船舶、边滩、入海闸口、海上环卫等公

共数据，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授权企业使用数据，并对企业行为监督指导。 

二是企业主体。企业负责市场化运营，通过数据平台将边滩群众与收集、运输、

再生、制造等产业企业结为共同体，缩减中间环节、重塑业务流程，创新海洋塑料

“从海到货架”的数字化追溯体系，畅通可信国际高值交易通道。 

三是产业协同。将海塑再生利用与国际头部企业的减碳需求有机结合，建立海

塑减碳认证体系，对海塑产业各环节进行碳资产核查、确权、交易，形成产业链碳交

易增值。 

四是公众联动。政企共建“蓝色联盟”公益组织，依据区块链合约提取产业碳增

值收益，形成可持续增收的分配体系，对源头收集人员二次收益分配，调动沿海群众

参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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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塑料治理的焦点转向整个生产和使用系统，目前的研究和政策方向也从塑料袋

或杯子等具体物品转向针对更复杂生产系统的解决方案，如食品加工、纺织品和轮胎制

造等行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塑料物品和行业被纳入学术分析，一个逐渐清晰的结论是不

同的行业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涉及不同的塑料产品和服务具有截然不同的物质特性和

流动性。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塑料危机的复杂性，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

但与此同时也为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创新型解决方案的出现提供了机会。政策制定者、

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方可以以更全面和互补的方式参与特定塑料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制定

活动。各国的塑料战略和政策逐渐的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并充分考量各种塑料产品

的多元特性，以期制定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政策（Nielsen et al., 2020）。然而，以下知识和

政策差距与挑战亟需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支持： 

 在生产方面，如何将投资引导到迫切需要的创新领域，包括新产品设计、材料和

商业模式至关重要，比如生物降解塑料产品，其产量仅占塑料总产量的不到 1%。

目前，大多数生产方面的规定都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EPR）理论。各国采取

的政策工具通常涉及货币义务或一定程度的经济处罚。生产者责任延伸政策确实

降低了塑料废物管理的成本（尤其是通过节约公共支出），减少了污染水平。然

而，实证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在推动塑料生产商投资于创新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等方

面效力不足（Watkins et al., 2017）。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即单纯的负面激励是否

足以促进创新解决方案，是否能够创造足够积极的政策激励空间。 

 在消费方面，目前的研究和政策主要关注客户的意识和行为变化。对于这些努力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最终改变特定塑料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模式，存在不同的观点。 

 对于塑料废弃物管理而言，提高塑料的回收率尤其具有挑战性，原因有两点。首

先，有效运作的废弃物管理系统包括一系列高度复杂的任务，涉及从废弃物减量、

收集、分类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监测系统等各种活动（Hopewell et al., 2009）。其

次，各国在适当处理这些任务方面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撬动充足的投

资和教育公民以培养适当的回收行为方面（Thomas＆Sharp，2013）。一些发展

中国家还面临着进口塑料废弃物的额外管理挑战，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海洋污染

(Chao et al, 2020; Chen et al, 2021)。 

 塑料污染通常指的是塑料从生产、消费到管理和处置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的有害影

响和排放，通常由于治理不当使得未收集的塑料废物泄漏到自然环境中。对于塑

料污染的研究和政策目前集中关注污染的来源、规模和影响。就污染来源而言，

知识和政策的差距在于确定特定环境中最严重的污染物品以及泄漏地点。至于塑

料垃圾的污染规模，在海洋系统中的分布和流动，特别是海底或某些偏远地区的

污染水平，也需要进一步调查。关于在不同社会和国家背景下塑料污染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生态系统（如气候变化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如健康和水

产部门），我们需要更具体的证据来了解它们的程度和表现形式。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在国际层面和特定国家背景下，如何将治理塑料危机的义务和

成本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予以合理分配。各国迫切需要制定一个公正转型

方案以应对塑料污染（Schröder，2020）。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包括正在进行的全

球塑料公约谈判在内的国际合作机制，确保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并在科学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目标和方法来应对塑料危机。鼓励绿色或蓝色金融、

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应成为任何国际塑料治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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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国家应通过专门的研究识别那些最易受塑料污染和减缓

政策影响的脆弱社区和群体，特别是妇女因性别不平等导致的脆弱性，并予以充

分支持。 

3.4. 建议 

在国家或区域层面，海洋解决方案尚没有明确的路径和科学依据。全球塑料国际文

书等新的国际公约正在启动，这将给蓝色经济和碳中和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为应对未

来中国在该领域的潜在挑战和机遇，政策建议如下： 

 积极参与正在进行的全球塑料国际文书多边谈判。支持国际谈判并达成一项基于

科学认知的条约，建议在塑料生命周期的最适当阶段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具体、

可执行和高效的全球规则，并密切考虑性别平等，以解决跨境海洋塑料污染问题。

除全球性行动外，中国还可考虑在区域发挥牵头作用，如在现有湄公河合作机制

下与东盟国家合作，建立跨境塑料治理机构的区域合作平台。 

 在塑料生产系统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如将塑料全部成本内化和激励减少

废弃物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施再利用模式，生产和使用再生塑料而非新塑

料，以及开发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塑料替代品。要求初级塑料生产商和相关服务提

供商制定有效和透明的塑料回收和废物管理计划。同时，应引入积极的政策激励

措施，奖励私营部门的创新产品设计、材料和商业模式。 

 加强渔业活动的塑料污染管控。按照行业标准建立塑料渔具生产许可证制度，加

强高耐磨环保塑料渔具的推广，实施生态环保渔具更换补贴制度和渔具以旧换新

政策，加速环保生态渔具更替进程；建议提供财政补贴，建立废弃渔具的收集回

收机制，鼓励渔民从海上打捞“幽灵渔具”，更好地推动塑料渔具回收再生价值链

产业化。 

 加强政府与产业和民间社会团体的交流合作。将塑料生产、消费、废弃物管理和

回收利用作为一个统一和连贯的系统来处理，防止塑料泄漏到水环境，避免其他

废弃物管理不当处理机制。创新绿色金融计划，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或国内和国际绿色债券和蓝色债券市场，以扩大塑料废弃物管理设施

建设的公共和私人融资。 

 提升公众对塑料污染规模和影响的认知。制定有效的废弃物分类和收集的公众宣

传计划，且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包括来自不同背景的妇女和男子）制定分类宣

传计划，提高公从对塑料污染规模和影响的认知，特别是针对污染效应最为明显

的一次性塑料物品，加大对其污染程度和环境影响的宣传力度。 

 积极推动建立全球尺度的海洋塑料污染动态监测与核查技术体系。结合卫星遥感、

无人机遥感与现场监测系统，动态监测塑料泄漏情况，构建标准可信的海洋塑料

漂浮带识别算法，编制统一规范的无人机海洋垃圾调查国际标准，以进一步明确

海洋塑料和微塑料污染现状和生态风险，识别跨界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治理工

作。 

 支持采用新技术开展塑料污染关键节点研究。加强识别污染严重的塑料产品类别

和产业部门，及其泄漏热点和流入的目标生态系统的研究，鼓励采用新技术（如

数字、人工智能和基于卫星的模型）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通过国内或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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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国家或全球层面全面评估塑料价值链的碳排放，并支持通过深入研究认

识塑料污染对海洋碳汇功能的全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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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渔业治理促进蓝碳扩增并减少碳足迹 

4.1. 研究背景 

海洋渔业由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构成，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与营养供给，

也为广大沿海人口提供了基本生计，由此成为了蓝色经济不可或缺的一大支柱。随着全

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海洋正面临着升温、酸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等影响，这

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海洋渔业的生产格局，使得全球捕捞和养殖潜力发生再分配（Cheung 

et al., 2009; Froehlich et al., 2018）。与此同时，海洋渔业自身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占到了食

物生产中显著的一部分。在这种互馈关系的背景下，为使海洋渔业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可持续蓝色经济、并由此加强全球庞大人口的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亟需通过对渔业

部门的有效治理来减少碳足迹并增强气候韧性，以及贡献更多的蓝色碳汇。 

对捕捞渔业而言，船用燃料排放是其碳足迹的最大来源，根据新近的研究测算，全

球海洋捕捞每年造成 1.79 亿吨 CO2 当量的排放，燃油消耗贡献了 70%以上，其中以捕捞

甲壳类的排放密度最高，捕捞小型中上层鱼类最低（Parker et al., 2018）。全球海水养殖

的碳足迹尚未得到全面测算，有近年研究表明全球海水和淡水养殖每年一共造成 2.63 亿

吨 CO2 当量的排放，其中饲料使用是碳足迹的最大来源，甲壳类养殖则由于高昂的能源

消耗而排放密度最高（MacLeod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渔业生产过程也可以促进

水生生物吸收或使用水体中的温室气体，进而将转化为生物产品的碳移出水体或沉降于

水底，称为渔业碳汇（唐启升等，2022）。大型藻类和滤食性贝类的养殖均可发挥碳汇

功能，渔业捕捞过程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改变其所在生态系统的碳通量格局，因而通

过适宜的渔业治理手段，既能够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减少燃料消耗、饲料生产等过程排

放的温室气体，提高渔业的可持续性和气候韧性，还可发展碳汇渔业以减缓气候变化。 

根据现有数据和文献，本章梳理了渔业部门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并阐明

其在发展蓝色碳汇方面的作用。报告还评估了主要挑战，包括减少碳足迹、管控有害生

产行为，以及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增进性别平等和权利公平。本章还对国家管辖以外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等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代表性政策框架进行了综述，以探究渔业治理改革的可行性。此外，本章还分析了将渔

业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纳入海洋综合管理的趋势。最终目标是围绕中

国的渔业治理背景，顺应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提出切

实可行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4.2. 气候韧性渔业和碳汇渔业的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4.2.1.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碳足迹 

海洋中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是全球食物安全和营养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些活

动也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是相比陆地动物蛋白来源，海洋水产品的温室气体单位

排放强度往往更低（Gephart et al., 2021）。对于海洋捕捞渔业而言，渔船的燃料消耗构成

了碳足迹最大的部分。当前，全球海洋捕捞每年大约消耗 400亿升的燃料，直接产生 1.32

亿吨 CO2 当量的排放；而将渔船建造与维护、渔具制造、冷链运输等环节纳入后，每年

的总排放是 1.79 亿吨 CO2 当量，约占全球人为碳排放的 0.5%（Parker et al., 2018）。此

外，碳在海洋中埋藏的位置与大陆架上商业捕捞的位置具有很大的重叠，因而海洋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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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受到渔业活动的干扰（Pusceddu et al., 2014）。 

海水养殖的碳足迹构成更为复杂，包括养殖场内、上游（以饲料生产为代表）、下

游（以加工和运输为代表）三个部分，其中上游和下游的排放往往比养殖过程本身更多

（Jones et al., 2022）。若要更系统地看待海水养殖的碳足迹，还应考虑养殖行为对红树

林、盐沼等典型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侵占造成的碳汇损失。一项核算研究表明，全球

水产养殖（包括海水和淡水）的碳足迹是每年 2.63 亿吨 CO2 当量，与捕捞渔业的碳足迹

在同一数量级，但仅统计了鱼类、贝类和虾类的养殖，且没有纳入产业下游的排放

（MacLeod et al., 2020）。可以明确的是，饲料生产对整个海水养殖业而言是其碳足迹已

知的最大来源，甲壳类养殖则由于高耗能的循环水养殖系统的广泛应用，从而有着最高

的排放密度。此外，海水藻类、贝类养殖所具备的碳汇功能也不容忽视（见 4.2.2 部分），

这使得海水养殖成为“海洋负排放”行动中的重要组成（张继红等，2021）。 

纵观当今主要的食物生产方式，一些特定类别的海洋水产品（捕捞和养殖产出的兼

有）具有动物蛋白来源当中最高水平的气候效率（Gephart et al., 2021），将饮食结构从陆

地转向海洋的呼吁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减少海洋水产品生产的碳足迹已经成为可

持续发展的热点议题，也是构建一个气候友好型的全球食物生产体系的关键。对于捕捞

渔业而言，降低燃料消耗带来的碳排放是最主要的行动方向。考虑到新型能源尚未在渔

船上得到大范围推广，现阶段应当依靠逐步取消对环境有害的渔船燃料补贴和燃料税减

免，配合其他形式的经济激励措施，促使底拖网、耙刺网等燃料密集型作业方式向刺网、

延绳钓等碳足迹更低的方式转变。这在当前中国渔业的发展背景下尤为重要。中国长期

以来的渔业管理方式催生了捕捞产能的竞争，渔民不断地增加发动机功率或者船只的大

小来获得竞争优势，但野生渔业资源已被过度开发，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下降，单位渔获物的燃料消耗随之上升。以减少竞争为导向的良性渔

业管理则可以大幅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进而优化碳足迹（Bastardie et al., 2022）。除了

通过渔船赎买等手段削减渔船数量和过剩的捕捞产能，还可设定科学的捕捞限额与配额

制度、合理发放捕捞许可，支持船队提升捕捞效率。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减少碳

排放、加强可持续性与提高船队盈利或市场竞争力作为协同发展目标。 

在海水养殖领域，当前最大的机遇在于强化藻类、贝类养殖的碳汇潜力研究，并加

快实施渔业碳汇交易等激励性政策，从而进一步推广具有固碳和生态系统修复功能的养

殖实践。除此之外，促进替代性饲料研发和应用以降低投饲性养殖的上游碳足迹，在养

殖业集聚区建设配套的加工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整个产业的下游碳足迹，均是操作性较强

的减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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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固碳作用 

水产养殖 

中国海水养殖长期以非投饵型的贝、藻养殖为主，由此，唐启升院士创新性地提出

了渔业碳汇的理念（Tang et al., 2011）。渔业碳汇是指通过水生藻类养殖、滤食性贝类和

鱼类等养殖、渔业生物群体捕捞和增殖等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移出和储存”CO2等

温室气体的过程和机制；渔业碳汇也可称之为“可移出的碳汇”和“可产业化的蓝碳”（唐

启升等，2022）。 

大型海藻的碳汇效应已得到充分肯定，研究认为大型海藻在延缓气候变化方面有多

重作用，其生长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碎屑、颗粒与溶解有机碳，少部分能在海藻自身生

长的岩石基层环境堆积，大部分则在海流作用下输送到深远海及其沉积物中，从而被长

久封存起来（Hill et al., 2015; Chung et al., 2017; Duarte et al., 2017）。中国大型海藻以人

工养殖为主。关于大型藻类的碳汇功能，最初主要关注于其生物量，即作为“可移出的碳

汇”的藻类养殖产量（Tang et al., 2011）。后续研究则进一步表明海带（Laminaria 

案例研究：中国的“渔光互补” 

“渔光互补“是光伏与水域养殖的结合，其模式为在水产养殖池塘上方设立光伏

发电系统，在光伏系统下方水中饲养鱼类或者其他养殖品种。 

  

图 3. 通市开展的“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图源：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17/content_5741939.htm#1） 

渔光互补的优势有： 

 一地两用，提高单位土地经济价值，提高土地利用率，缓解用地压力； 

 为鱼塘提供荫蔽，降低水体表面温度，减少水体蒸发； 

 抑制部分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减少藻类与细菌的繁殖，提升水质； 

 光伏发电本身产生经的济价值。 

光伏+渔业模式的优势明显，未来将向生产规模化、技术专业化、管理智能化方向

发展。通过对水上水下的集中、科学管理，有效解决养殖系统养殖污水的处理问题，

同时借助光伏电站建设养殖系统智能监控系统，方便管理；另外，光伏发电并网的收

益可用于鱼塘的日常维护，推动鱼塘养殖规模化、专业化、智能化发展（汤俊超等，

2022） 



 

 

29 

 

japonica）养殖区域水-气界面是大气 CO2的汇区（刘毅等, 2017; Han et al., 2021; Li et al., 

2018）。此外，藻类的碳汇功能还应包括养殖活动中产生和增加的微型生物、海洋溶解

碳库（含惰性溶解有机碳，即 recalcitrant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RDOC）、颗粒碳库以

及沉积碳库等（Chen et al., 2020; 张永雨等，2017; Xia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2）。藻

类养殖的固碳机理已经较为明确，然而放眼与其关联的各个行业，养殖藻类的应用前景

仍需进一步开拓。 

与大型藻类相比，滤食性贝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源汇效应更为复杂。首先，从滤食性

贝类的碳收支模型：C=F+R+G 来看，C 为摄食碳，F 为生物沉积碳，R 为呼吸代谢碳，G

为生长碳。贝类会由于其滤食作用促进沉积-浮游系统的耦合，在底质中累积有机碳

（Frankignoulle et al., 1994）。滤食性贝类作为次级生产者，其在生态系统中的源汇效应

还与养殖密度、季节及养殖方式有密切关系（Bonaglia et al., 2017）。其次，滤食性贝类

的源汇效应不仅涉及有机碳的摄食代谢过程，还涉及钙化过程对无机碳体系的利用和影

响（蒋增杰等，2022）。另外，对于滤食性贝类，不仅要考虑钙化和呼吸释放的 CO2 等

温室气体，而且埋栖型贝类的摄食、呼吸和排泄等生理活动会扰动沉积物，从而增加沉

积物释放温室气体的可能性（Stief and Schramm, 2010; Heisterkamp et al., 2010; Bonaglia et 

al., 2017）。唐启升等（2022）系统论述了水产养殖使用碳、移出碳、储存碳和释放碳 4 

个碳库的特征及其数量关系，进而证实贝类养殖提升了水域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碳汇

而不是碳源。 

渔业碳汇目前已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为止尚无有关渔业碳汇监测和计量的国际标

准和国家标准，无法全面系统评估其碳汇能力和可交易量。未来亟需加强相关工作，尤

其是需要针对海水养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源汇、贝类钙化过程和机理、养殖过程中形

成的有机碎屑埋藏和 RDOC 等潜在碳汇过程及其监测技术开展研究，以充实和完善水产

养殖的碳汇理论及其计量方法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海水养殖的碳汇潜力并不局限在

水体环境中，还在于一些具有更少碳足迹或具备固碳能力的衍生产品（例如将贝类的壳

体用作新型建筑材料、将藻类用作反刍动物的饲料添加剂等），这些产品的应用场景有

待大力拓展。 

捕捞渔业 

鱼类和大型海洋哺乳动物主要通过五个途径对全球碳循环做出贡献：①通过储存在

它们的生物质中，作为碳的短寿命库；②通过垂直或水平迁移，将碳和营养物质重新分

配到整个海洋（特别是深海）；③通过水的混合或沉积物的再悬浮（即生物扰动）；④

通过死亡生物体沉入海底，直接将碳从表层海洋输出到深海；⑤在一些鱼类中，通过肠

道沉淀碳酸钙，然后将鱼类粪便中大量的颗粒无机碳输出到深海。海洋鱼类生物量中的

碳元素估计为 1.2 亿至 19 亿吨（Anderson et al., 2019; Bar-On et al., 2018; Bianchi et al., n.d.; 

Proud et al., 2019; Wilson et al., 2009）。虽然现存鱼类生物量中的碳总量仍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但毫无疑问，长期以来人类的商业捕鱼减少了鱼类资源存量。当今科学研究还未

很好地解析捕鱼对鱼类封存碳的能力的影响，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渔业管理通常是为了维持或重建枯竭的种群，使其回到渔业管理中经常使用的目标

水平，例如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或最大经济产量

（maximum economic yield, MEY）。MSY 通常与丰度和产卵生物量水平相关，与“原始”

种群规模相比明显减少，通常在原始生物量水平的基础上耗损 30%至 50%左右。即使是

MEY，通常是一个较高的生物量目标，仍然比未捕捞水平低得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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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 8000 多万吨的捕捞渔获量使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碳处理和封存）

发生了不为人知的、系统规模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对碳处理有直接影响（例如当死亡

的生物体下沉时，碳从表层输出到深层）和间接影响（例如对鱼类觅食的影响，以及对

整体碳沉降动态的影响）。此外，目标物种总数量的大幅减少可能会诱发生态级联，而

这一点通常都不为人所知。 

目前，鉴于对上述五个过程的认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试图设定渔业目标以协助更

高效的碳减排是不成熟的。然而，重要的是在制定渔业目标的初始时期，更全面地认识

鱼类在碳封存过程中的功能，并评估渔业生产对碳循环的改变。未来研究将需要改进数

据收集和对种群和物理海洋过程的观察，以及开发将鱼类种群动态与物理和化学海洋学

相结合的耦合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图 2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发展现状、挑战与未来工作路径 

 

4.2.3. 气候韧性渔业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原则 

气候变化放大了渔业管理成效的不确定性，给全世界的渔业管理者和从业者带来了

巨大的直接挑战。种群评估、总可捕量、渔获量构成、物种迁移模式、繁殖周期——所

有这些特性和手段都需要在更加多变和可能更加极端的气候下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估。因

此，应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渔业委员

会（Committee on Fisheries, COFI）第 33 届会议（简称 COFI33）期间的要求，FAO 在美

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DF）的支持下，编写了一份名为“应对气候变

化的渔业适应性管理”的报告，其中概述了渔业管理者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而采取

的实际解决方案。具体包括：①建立有效的渔业管理系统；②设置参与性的渔业管理系

统；③加强预防系统以处理不确定性和风险；④采用适应性的渔业管理系统。此外，

FAO 还发布了关于如何在各国的国家适应性规划中处理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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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在 COFI35 会议期间，成员国敦促 FAO 继续保持这种将工作重点放在气候变化

上的趋势，在 FAO2022~2030 年气候战略下继续开展渔业和水产养殖行动计划的工作，

并增加关于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影响的知识和认识。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提高其渔业的可持续性和韧性，2016 年施行的“十三五”规

划为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的保护和恢复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平台（Cao et al., 

2017）。最近进展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在浙江、山东、福建、广州和其他沿海省市启动了

若干总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试点。作为致力于可持续渔业管理的环保组

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EDF 和青岛市海洋

生态研究会自 TAC 试点项目开始以来，就与中国的国家和地方渔业部门及科研机构合作。

这些组织帮助交流和分享国际经验，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对 TAC 系统和试点的理解，并

参与了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工作。一份题为“中国 TAC 系统的进展：浙江和福建试点的评

估”的报告已于 2021 年完成，为在中国进一步实施健全的 TAC 提出了 29 项具体的政策建

议。具体而言，需求包括①建立监测渔获量的日志系统；②核实渔获量；③增加海上观

察员的使用；④有效的执法和激励遵守和渔获量核算。总得来说，为了加强中国生态系

统和渔业的气候复原力，有必要实施基于科学的前瞻性渔业管理，确立小型渔业的正式

地位，保障小型渔业渔民的捕捞权，确保各省的政策的一致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围绕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种群状况评估为渔业管理人员建立教育计划，并增加公众对科学数据

和信息的获取（Cao et al., 2017）。 

4.2.4. 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以及其他有害的渔业行为 

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捕捞是全球渔业

治理工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一术语涉及的三种行为是互有交集、而非相互孤立

的。全球 IUU 捕捞的年渔获量为 1100 万至 2600 万吨，年产值在当时为 10 亿至 235 亿美

元（Agnew et al., 2009）。换言之，在全球海洋中平均每捕捞五条鱼，就有一条可能是

IUU 捕捞所得；在个别区域的渔获中，这个比例可能高达二分之一（Widjaja et al., 2020）。

由于缺乏制度的约束，IUU 捕捞经常使用对海洋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作业方式（这些方

式往往已经被法规所禁止），典型的例子是炸鱼和毒鱼，在珊瑚礁渔业中采用这些方式

会对珊瑚产生致命损害（Petrossian, 2015）。有害的作业实践还包括电鱼、使用禁用渔具、

违反禁渔期或禁渔区规定、针对性捕捞产卵种群、在脆弱生境中密集捕捞、超过生态系

统承载力的过度捕捞等，以及更频繁的兼捕。由于 IUU 捕捞难以追溯，又常常采用有害

的作业方式，其存在必然会导致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无法达到预期的管理成效，从

而加大海洋渔业的碳足迹。已有研究模拟了南大洋 IUU 捕捞对碳通量的影响，发现在磷

虾和犬牙鱼捕捞不受控制时，南大洋生态系统的固碳功能均受到了显著的减损（Trebilco 

et al., 2020）。而在近岸水域，由于受保护的禁渔区域内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又常常涉及

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在这些区域内发生的 IUU 捕捞同样容易产

生高昂的碳足迹。 

经济上的高回报、治理机制缺失、执法不力被认为是 IUU 捕捞得以持续存在的主要

原因，因此，当前的治理途径应主要着眼于加强监督、控制和检查（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MCS）体系、渔获物溯源、推进 FAO 港口国措施协定（Port State 

Measures Agreement, PSMA）、加强区域性合作（Widjaja et al., 2020）。例如，作为全球

最大的海产品进口地区，欧盟非常重视打击 IUU。在《共同渔业政策》框架下，欧盟先

后于 2008年和 2009年出台了《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渔业管理条例》（主要针对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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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和 2009 年《渔业控制条例》（主要针对欧盟渔民）两项主要的法规工具，成为全

球少数要求对进口和本地区生产的渔获物进行溯源的区域之一。对于其水域内上岸的渔

获物，欧盟建立了从渔船到消费者的全链条可追溯体系，并在各个节点进行基于风险的

执法检查。对于进口渔获物，欧盟实行渔获物合法证书制度，要求必须提供经过船旗国

验证的渔获物合法证书，并且该制度无论在覆盖的鱼种、要求的信息还是核验和控制上

都是目前全世界最为完备的。目前，标准化的渔民捕捞日志和检查执法数据在欧盟成员

国之间通过电子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大大提升了溯源的效果和效率，减少了人为因素对

信息质量的干扰，但渔获物合法证书仍然是纸质的。2014 年至 2020 年，欧洲海洋与渔业

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EMFF）为加强 MCS 提供了 5.8 亿欧元的经

费，而后续的欧洲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基金（European Maritim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und, EMFAF）在 2021 至 2027 年将至少提供约 8 亿欧元，这还不包括欧盟各

国的国家配套资金。由于海产品可通过各个环节进入全球供应链，因此全球无论是船旗

国、沿海国、港口国还是市场国必须合作构建全球范围的捕捞渔获物追溯机制，这是打

击 IUU 捕捞的核心手段。 

综上，中国应倡导并参与高度透明的全球渔业，且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渔业管理，

以有效追踪渔船的位置和渔获物的数量与规格（Long et al., 2020）。通过将证明渔获物合

规的责任直接置于渔民身上，能够显著提升 IUU 捕捞的违法成本。而在国际合作框架方

面，新近达成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渔业补贴协定》禁止

了对 IUU 捕捞的补贴，此外，PSMA 的全球化实施以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全球化合作

都将为打击 IUU 捕捞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 

4.2.5. 渔业中的权利公平：小型渔业和女性渔业从业者的角色与贡献 

小型渔业的贡献及其治理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小型渔业因其作业区域和方式相对固定，渔获水平和渔民生计

更易受到冲击。保护沿海地区从事小型渔业的脆弱群体以及他们所依赖的海洋生态环境，

是气候韧性渔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小型渔业（或称手工渔业）占世界海产品产量的 40%

左右，即每年约 3700 万吨。然而，当我们强调世界渔业生产的关键方面时，这一贡献的

规模就会大大增加。根据 FAO 领先发布的《照亮隐藏的收获》小型渔业研究报告，在

2016 年，全世界有超过 6000 万人受雇于小型渔业，这个数字占捕捞渔业所有就业的 90%。 

在中国，小型渔业作为水生食物和其他产品的来源，对提升人民福祉、维护粮食安

全与营养安全、保护生态系统健康、保障生计、减少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贡献，

是蓝色经济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尽管有这些贡献，小型渔业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和社

会应有的关注（Xiong et al., 2022），可能是因为很少有针对小型渔业的研究（Zhao & Jia, 

2020）。Xiong et al.（2022）研究了浙江省嵊泗县的小型渔业，并指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

几种方式改善小型渔业的治理和管理，特别是：①更明确地定义小型渔业，并利用这些

特征设定管理目标；②开发针对小型渔业的多学科数据收集和监测系统；③努力发展合

作社；以及④努力加强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机制。 

小型渔业中的女性 

气候变化会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造成不同影响，且对女性造成的负面影响要

多于男性（UNFCCC, 2022）。气候灾害可能使小型渔业社区中的居民面临生命丧失或者

严重残疾、生计减少、财产损失和疾病增多等问题，其中男性在灾后恢复建设中承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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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劳动，而女性与儿童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如女性更容易在气候灾害中丧失生命或残疾、

失去经济来源、承担更多照顾工作、遭受性别暴力以及更难被分配到救济物资，儿童则

难以快速回归校园生活，并且可能会经历虐童事件（FAO, 2017）。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不

同群体造成的差异性损害，应开展对不同群体的有针对性帮扶措施。当前在各级决策层

中，女性代表的声音少之又少。然而，在同等情况下，女性做出的决定往往比男性更加

符合可持续目标，且女性代表更能采取严格的二氧化碳减排的政策（UNFCCC, 2022），

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为增强小型渔业渔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采取性别包容的

研究以及治理办法至关重要。 

约 50%的小型渔业从业者为女性（FAO, 2016），在相关的海产品处理产业中约有 90%

从业者为女性（FAO, 2012）。小型渔业中，出海捕捞活动大部分由男性来承担，女性则

负责赶海、出海前的准备工作（如修补渔具、准备鱼饵与食物）、收获后工作（整理、

处理渔获物）以及渔获物销售。除此以外，女性通常还在渔业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家务劳

动，如做饭、清洁、洗衣、照顾老人、小孩和病人。小型渔业中的女性通常从事低收入、

低技术、低稳定性的工作，如季节性或兼职性工作。此外，小型渔业中的女性往往还承

担无收入的渔业劳动（如捕捞鱼类或收集贝类供家庭内部食用），与男性承担的有收入

的出海捕捞活动相比，前者被认为是家庭内部工作的延伸，却与渔业经济无关。因此，

女性在小型渔业中的贡献在官方数据统计中常常被忽视。 

虽然女性渔业从业者人数众多，且可以开发利用不同于男性的渔业资源（比如赶海

和收获海藻），但她们通常被排除在针对这些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之外。一方面的原因

是渔业传统上被视作“男性主导行业”，由此产生的男性中心的管理模式将女性排除出制

度和决策制定过程，此外，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导致了女性受限于家务劳动（照顾

者角色），而无法离开家过远距离或者过长时间，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她们参与决策制定

的可能性（Galappaththi et al., 2022）。若不改革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结构内现有的管理体

制，提高女性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只能在数据上改善决策层的性别比例，而女性真正

有意义的参与权、话语权和领导权将继续遭到阻碍，导致女性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性别

刻板印象被深化。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增加有性别区分的数据收集，将女性在收获前、收

获后和为家庭食用而开展的渔业活动包含在渔业数据内，进一步了解不同性别的渔民在

小型渔业中的贡献，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②开展有性别针对性的培训以提升女性

渔业从业者的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增强女性应对自然灾害和其他变化的能力。③开展

性别包容导向的治理改革，增加女性在渔业管理决策及研究中的参与度，充分吸纳女性

经验与智慧，促进资源使用与管理权的公平分配，确保同工同酬，通过法律、法规和政

策保障女性权益。④提高女性对资源管理的主动意识，为女性创造更多非男性中心的交

流场合与机会，尤其是在小型渔业当中。 

4.3. 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有国内和国际政策框架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治理是气候韧性渔业和碳汇渔业在国家及全球尺度下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在这一方面，国际合作和协定对于促进政策框架和发展模式的转变至关重

要。 

4.3.1.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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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BNJ）包括公海以

及国际海底区域，占全球海洋面积 64%，国际社会对如何开发、养护、可持续和公平地

利用 ABNJ 生物多样性（即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

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一个关键议题。随着这一议

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已经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UNCLOS）拟定了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文书（背

景资料见以下文本框）。 

 

 

BBNJ 谈判的主要议题有： 

 海洋遗传资源（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MGR），包括惠益共享问题：包括 MGR 的

收集/获取、异地获取和遗传序列数字信息获取、跨界问题、传统知识、MGR 利用监

测，以及惠益分享义务的性质、惠益类型和范围、分享机制、用途等。协定草案规

定，缔约方应遵循《公约》规定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以及海洋科学研究自由以

及其他公海自由、公平原则和公平公正分享惠益。 

 包括海洋保护区（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 ）的划区管理工具（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ABMT）：包括识别需保护的区域、国际合作与协调、提案程序、

BBNJ：联合国第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海保护条约 

2023 年 6 月 19 日，联合国正式通过了一份旨在保护公海生命的历史性条约（关于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协定文本）, 该协议首次将

环境保护范围扩大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该协定在多个方面填补了当前海洋治

理体系的不足，包括建立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法律机制、加强在公海中人类活动的

评估和管理、商定了确保公平获取和分享与海洋遗传资源有关的惠益的规则，以及加

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相关条款。 

BBNJ 的通过是世界海洋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一步，也是

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分享利用海洋资源带来的利益方面迈出的重大一步。 

BBNJ 历史进程： 

2004 年联大通过 59/24 号决议，设立负责研究与 BBNJ 有关问题的非正式特设工作

组。2011 年，工作组第 4 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建议，以启动 BBNJ 法律框架进程，确定

了需要整体解决的“一揽子”核心议题：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包括海洋

保护区的划分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为 BBNJ 协定

谈判迈出了关键第一步。2015 年联大通过 69/292 号决议，设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讨

论 BBNJ 协定草案要点。历经 4 届会议，2017 年 7 月，筹委会通过了向联大建议的协

定谈判要点，并建议联大尽快就召开政府间会议（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 IGC）

作出决定。2018~2019年，第一至第三届 BBNJ谈判 IGC如期在联合国总部进行。因谈

判各方对各议题均存在重大分歧，四届 IGC 未能就协定草案达成一致。第 76 届联大决

定于 2022 年 8 月召开第五届 IGC。2023 年 3 月 4 日，在 IGC5 第一次续会上初步达成

协定草案文本，并于 6 月正式通过。该协定将在 60 个国家批准、核准、接受、加入书

提交之日起 120 天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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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执行、监测与审查等。协定规定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有权就建立 MPA 或 ABMT 和采取相关养护管理措施以及与其他相关国际法律文书、

框架和机构（instruments, frameworks and bodies, IFB）采取的措施相兼容的措施作出

决定，可在拟议措施属于其他 IFB职权范围时向协定缔约方和此类 IFB建议促进其根

据其各自职权采取相关措施，应促进 BBNJ 协定与其他 IFB 及其他 IFB 之间的合作与

协调。COP 在做出决定时，应尊重其他 IFB 职权并不对其造成损害。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包括环评启动门槛和标准、

决策与实施、国际化、监测与审查、与其他 IFB环评之间的关系。协定确认了国家决

策、国家主导环评的基本原则，规定当活动所产生的不仅是轻微或短暂环境影响或

影响未知或知之甚少时，应筛选并将结果公开，若经筛选认为会造成严重污染或引

起海洋环境重大有害变化则应进行环评。活动国应监测所授权活动并定期报告、公

开监测结果，协定下的可续技术机构可审议和评估监测报告，制定环评标准或准则。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包括目标、国际合作、类型、模式、清单、监测和审查

等。协定规定缔约方在现有基础上、在能力范围内确保为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

和提供技术转让，建立一个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委员会，处理能力建设和技术

转让及其监测和审查等问题。 

BBNJ 协定生效后，海洋遗传资源、公海保护区建设将在协定设立的 MGR 获取和惠

益分享委员会、科学与技术机构中开展工作，由 COP 做出决策；科学技术机构在环评中

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建议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协定所设科学技术机构、委员会，加大力量

投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4.3.2. WTO 渔业补贴协定 

历时 21 年谈判，WTO 在 2022 年 6 月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了《渔业补贴协定》

（下简称《协定》）。这是 WTO 过去 9 年达成的首份多边协定，是 WTO 第一个关注环

境的、第一个关于海洋可持续性的多边协定，也是 WTO 成立以来达成的第二个协定，为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协定》主要包括 3项补贴纪律和 7种通报要求，适用于专向性的海洋捕捞和海上与

捕捞有关活动的补贴，不适用于非专向性补贴、内陆水域捕捞和水产养殖、通过入渔协

定的政府间支付。此外，《协定》不阻止成员提供限定条件下的救灾补贴。《协定》的

补贴纪律广泛而全面，旨在遏制对渔业有害的补贴（例如禁止捕捞过度捕捞的鱼类种

群），且包含了完善的通报机制，以提高透明度。 

相对于 WTO 渔业补贴谈判目标，目前没有就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捞渔业补贴达成

纪律，也未能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达成全面一致，尚需后续谈判，以达成一项关于渔业补贴的全面协定。

《协定》第十二条规定，若《协定》生效后4年内未能通过渔业补贴全面纪律，《协定》

将立即终止，除非总理事会另有决定。 

《协定》的主要补贴纪律有： 

 禁止性补贴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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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和透明度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协定》的有效实施将有利于减少 IUU 捕捞，减轻对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促进渔

业管理秩序得到更好的维护和渔业资源得到更好的养护，促进渔业补贴转向有益的方向。

同时，《协定》也将促进保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渔业发展权益，为产业

发展留下空间，有利于当地社区经济和社会稳定，促进渔业更多造福社会，增进人民福

祉。 

若中国核准《协定》，将促进中国渔业向更加绿色、环保、高效、有序的方向发展，

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和渔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相契合，将进一步优化中国渔业发

展补助资金的使用结构和方向，有利于促进中国渔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有利

于促进中国进一步加强对渔业资源的监测评估和渔业统计及相关管理，推进中国海洋捕

捞业管理更快地走向精细化。 

预计 WTO《渔业补贴协定》将在 2-3 年内生效，建议抓住协定生效窗口期，加快推

进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优化调整，消除有害补贴，强化履约工作研究和机制保障支撑，

紧密跟踪后续谈判，使协定成为推动中国渔业管理改革和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正能量。 

4.3.3.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 

RFMO/A）主要是管辖特定区域、特定渔业资源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或安排，通常也包

括管辖单一鱼类种群的全球性组织或安排，所管辖的渔业资源通常是既分布在国家管辖

水域内又分布在相邻的公海，或分布在多个国家管辖水域的共享种群，特别是跨界鱼类

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也包括公海独立种群、溯河产卵种群等。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RFMO/A 得到快速发展，新的组织不断成立，早期成立的组织

功能和作用得到加强。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建立了具有公海渔业管理功能的 15 个

RFMO、2 个单一物种管理组织、3 个 RFMA，除西南大西洋外，几乎覆盖了全球海洋的

全部区域。   

RFMO/A 的职能主要包括：议定和遵守养护和管理措施；酌情议定可捕量的分配或

捕捞努力量水平等捕捞权；制定和适用关于负责任捕捞的最低国际标准；审查种群状况，

评估捕捞作业对非目标种和相关或从属种的影响；收集和传送准确而完整的统计数据；

促进和进行关于种群的科学评估和有关研究；为有效的监测、管制和监督和执法建立合

作机制等。 

RFMO/A 的渔业管理基本都遵循以下原则：以科学为基础的渔业管理，要求渔业管

理以最佳可获得的科学证据或信息为依据；适用预防性做法；考虑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养护与管理措施互不抵触（兼容）；发展和使用有选择性的渔具。 

RFMO/A 已发展的渔业管理制度和措施主要有：强制性要求成员或参与方提供渔业

统计数据和报告，实行捕捞日志、渔船报告管理；实行捕捞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包括

渔获量配额和捕捞投入（渔船数、鱼舱容积等）配额；要求船旗国对公海捕捞渔船实行

捕捞许可管理，并为渔船建立档案，实行合法渔船名单制度；渔船和渔具标识管理；渔

获物产品合法证书制度；渔船船位监控；技术管理措施，例如禁渔期和禁渔区、最小捕

捞规格限制、禁止使用某些捕鱼辅助设备设施等；加强对混捕、误捕、兼捕物种的保护



 

 

37 

 

管理；观察员制度；公海登临检查的国际措施；贸易措施；捕捞渔船和作业的环境保护

要求等。 

在管理规则上，国际渔业资源分配是RFMO/A的核心功能。一些RFMO/A通过了“捕

捞机会分配标准”，将遵守有关养护和管理措施的情况、在资源研究方面的贡献等作为配

额分配的重要指标。 

在监管措施上，不断提高执行性，包括提高向渔船派驻观察员的比例、实施公海登

临检查制度、严格监管公海上渔获物转运等，并由海上向港口、市场监管拓展，港口国、

消费国的执法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在管理理念上，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在资源评价、捕捞作业、管理措施等方面

都将逐步加强，强化对误捕、混捕、兼捕种类的监管是一大趋势。 

在管理参与者结构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面越来越广，参与度不断深入，将进一步

影响 RFMO/A 的管理决策。 

RFMO/A的发展使公海渔业处于国际合作管理之下，改变了传统上只有船旗国实施公

海渔业管辖的局面。尽管各个 RFMO/A 之间的管理实践有所不同，它们为公海渔业管理

以及公海捕鱼国和毗邻公海的沿海国之间、不同沿海国之间的共享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

理合作提供了基础性平台，传统的公海捕鱼自由不复存在。跨越国家管辖范围边界的鱼

类种群引发的公海捕鱼国与沿海国之间、以及不同沿海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得到缓和。

国家管辖范围内、外的资源养护和管理合作得以加强，参与 RFMO/A 工作成为获取其所

管辖鱼类种群利用机会的前提条件。 

科学是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渔业管理的重要基础支撑，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和强

调基于科学的管理，不断推进科学与管理决策的联结。要在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渔

业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现从参与到主导的角色转变，必须切实加大投入，提高

相关科学研究能力和技术水平，并加强相关法律、政策研究，为推行中国主张和方案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和后盾。 

RFMO/A 成为实际意义上国际渔业尤其是公海渔业管理的实施主体，在国际渔业治

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 8个RFMO，并是 2个RFMA的成员方。

建议中国加大加深在 RFMO/A 中的参与度，使 RFMO/A 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基

础性平台，加强国际合作，努力推动不同 RFMO/A 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为全球海洋渔业

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担负起大国责任。 

4.4. 以减少碳足迹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导向将渔业治理纳入海洋综合管理 

为了尽可能实现可持续蓝色渔业经济与碳中和之间的协同作用，海洋渔业治理应有

效纳入海洋综合管理（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 IOM）体系。海洋综合管理能够同时

考虑目标生态系统的多种用途、价值和面临的压力，有助于以可持续性为目标导向对各

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协调。 

4.4.1. 当前进展和潜在挑战 

利用海洋中的渔业资源是人类对海洋最古老、也是最广泛的开发形式，而海洋渔业

发展的可持续性早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捕捞渔业还是水产养殖都是温室气体

排放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前者主要通过改变种群状态、后者主要通过营养盐排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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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改变，最终都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压力（Gephart et al., 2021）。 

海洋综合管理是以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 EBFM）（Pikitch et al., 2004）统筹协调各类海洋

开发活动，平衡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在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韧性的同时，

支撑民生及就业（Winther et al., 2020）。相比于分部门而治的传统管理模式，海洋综合

管理的目标主要是协调各个涉海部门之间的潜在冲突，并弥补传统管理主体的职能未能

覆盖的盲区。而将渔业治理纳入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既在于充分考虑渔业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复合影响效应，也在于将渔业长效稳定发展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目标。 

国际上，IOM 已有值得中国参考的先进案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

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六个国家构成的珊瑚大三角区，有着在海洋综合

管理中纳入渔业管理的先进实践（Winther et al., 2020）。其纲领性文件是《珊瑚礁、渔

业和粮食安全的珊瑚大三角区倡议》（the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 on Coral Reefs, Fisheries, 

and Food Security, CTI-CFF）由各个成员国同步执行，充分调动了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

小型渔业社区参与决策过程，使得在建立广泛海洋保护区网络、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气候变化适应等目标的同时，也充分注重渔业资源的共享和可持续利用，致力于解决渔

业人口的收入、生计和粮食安全问题（Green et al., 2014）。但需要注意的是，海洋综合

管理始终需要因地制宜的策略，珊瑚大三角区的实践框架离不开小岛屿国家相对扁平化、

侧重社区制度的管理特征。 

在中国，海洋综合管理的落地尚有很大推进空间。自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来，

原国家海洋局的职能不再独立保留，海洋资源开发纳入自然资源部管理，海洋生态保护

纳入生态环境部管理，海洋渔业事务依然由农业农村部管理。这种改革趋势事实上改变

了中国长久以来陆海分割的两段式治理，有利于打破海洋部门和其他部门间的壁垒、消

除海陆界面区域的监管真空，转而形成陆海一体化治理的新格局（陈琦和胡求光，

2021）。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这种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也提升了海洋管理的能

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陆源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压力。然而，这项里程碑式的改革是

在海洋中延续了陆域的职能管理（或称行业管理）模式，而与海洋综合管理的理念存在

分野（王刚和宋锴业，2021）。 

无论在海洋捕捞还是海水养殖领域，中国都是世界渔业第一大国，且包含了从手工

渔业和养殖到远洋渔业和深远海养殖的各种规模的生产形式，不同类型渔业的环境足迹

和利益诉求皆有差异，本底情况已然极为复杂。由于渔业事务在农业农村部归口管理，

其管理目标受限于自身的部门职能，容易聚焦在渔业资源本身，而不着眼于更广泛的海

洋生态系统。而在海洋资源开发管理的视角下，根据《2021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海洋渔业虽然牵动着庞大人口的生计，产值却仅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5%，在与其他涉

海产业发生冲突时诉求更易被忽略。这些制度性、结构性特征均为中国实行海洋综合管

理、特别是在海洋综合管理中纳入渔业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战。 

4.4.2. 未来趋势和工作路径 

纵观全球海洋管理领域，海洋综合管理的理念已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并在多个国家

推行，除上述的珊瑚大三角区之外，挪威也有着典型的实践经验。在过去十余年内，挪

威议会通过了对周边各个海域的综合管理规划并进行了若干次修订，并且在规划决策过

程中，一个纳入了多个涉海部门的跨部门工作组——挪威海域管理咨询委员会起到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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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协调作用（Winther et al., 2020），渔业作为挪威的海洋支柱产业自然也参与其中，

其他还包括石油、环境、航运、矿业等。对于工业较发达、海域面积较广阔的国家而言，

该工作机制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刚刚经历了一轮中央政府组成部门的机构改革，短期内以部门职能重组的形式

推动海洋综合管理的可能性不大。2018 年的机构改革尽管未体现海洋综合管理的理念，

但确实以陆海统筹的原则推进了若干更紧迫的海洋管理议题，如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在部分区域试行海洋综合管理模

式，如厦门自 1990 年代起就成立了市长牵头、涉海官员和专家共同组成的海岸带综合管

理领导小组，协调涉海部门的用海需求（Xue et al., 2004）。随着海洋管理相关制度的日

渐健全和成熟，海洋综合管理在中国将会有宽阔的推广前景，为了更好地以减少碳足迹

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导向、将渔业管理纳入其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建议： 

 在中央政府层面，借鉴中国常见的“领导小组”工作模式，建立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

多涉海部门（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科技部）组成的协

调工作组，打通各个海洋管理条线之间的界限，综合解决海洋领域的管理问题。同

时，在顶层设计中明确以生态系统为核心、充分适应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原

则，明确渔业在涉海活动中保障群众生计、维护粮食安全的支柱作用。 

 在地方层面，借鉴以厦门为代表的实践经验，搭建因地制宜的海洋综合管理执行框

架，坚持科学性和对利益相关者的包容性。构建地方性规章制度，促使不同规模和

类型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从业者参与海洋事务的管理进程。 

 加强海警、海事、渔政等执法机构的协同，持续优化海洋渔业的 MCS 工作，加大对

IUU捕捞的打击力度；同时在海洋渔业中逐步引入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经济

手段淘汰高污染、高碳足迹的生产方式。在基层积极开展对渔民的技能培训，促使

其向生态修复性水产养殖、海洋保护地巡护等所需技能相近且能够贡献生态服务价

值的工作转产转业。 

 针对 WTO 渔业补贴协定、FAO 港口国措施协定等对中国渔业治理体系存在深远影响

的国际合作事务，进一步融合相关职能条线的管理力量，形成专业化、多领域、跨

部门的工作队伍。以完善的科学知识和机制保障提升国际履约能力，推动在国际渔

业治理进程中纳入中国经验和智慧。 

4.5. 建议 

纵观这一章报告所做的述评和分析，应当充分认识到减少碳足迹和提升气候韧性不

但是海洋渔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效利用海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不可或

缺的构成元素。这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海洋水产品生产大国的高层次决策者在国内层面

汇集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关切和诉求，领导各级政府部门实行有力的政策治理，在国际

层面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倡导并引领多边合作。决策者需要贯彻的主要原

则包括：1）减少渔船碳排放、激励碳汇渔业的发展；2）进一步管控非法、未报告和不

受管制捕捞等有害的、往往产生高昂碳足迹的生产实践；3）关注弱势群体在生产和决策

中的平等权利，在渔业治理中充分纳入他/她们的经验和智慧；4）将渔业治理纳入海洋

综合管理的战略框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本研究确立了若干优先行动，以实现海洋

渔业高质量发展与碳中和的协同共赢。具体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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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催生产能竞争的渔业管理方式，逐步取消有害的渔船燃料补贴，削减过剩的捕

捞产能，促进燃料密集型海洋渔具渔法向碳足迹更低的作业方式转变； 

 促进渔业碳汇的过程机理研究，推广大型藻类、滤食性贝类等具有固碳功能的“负排

放海水养殖”； 

 加强渔业监督执法，应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海洋渔获物合规性追溯机制，结合相关国

际协作框架，打击 IUU 捕捞及其他有害的捕捞生产实践； 

 基于现有最佳科学知识，提升海洋渔业及其所依托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气候韧性，确

保小型渔业的捕捞机会； 

 开展性别包容的渔业治理改革，促进资源使用与管理权对不同性别渔民的公平分配，

充分维护女性渔业从业者权益； 

 加大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治理相关的国际协定及进程中的参与投入，助力构

建均衡的话语权格局，打造高效的全球协作治理体系； 

 打通各个海洋管理条线之间的职能界限，充分纳入不同领域的利益相关群体，推进

科学技术与管理决策的联结，搭建因地制宜的海洋综合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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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缩略词清单 

ABMT: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ABNJ.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B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CICED: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S/CCU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arbon Capture, Utilisation and Storage 

CDR: carbon dioxide removal 

CPUE: catch per unit of fishing effort 

EBFM: 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 

EDF: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MFAF: European Maritim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und 

EMFF: 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HG: Greenhouse Gas 

IGC: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OM: 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 

IUU: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MCS: 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MEY: maximum economic yield 

MGR: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MPA: Marine Protected Area 

MSY: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NDC: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RDC: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SMA: Port State Measures Agreement 

RAS: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s 

RDOC: recalcitrant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RFMO/A: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 

SBE: Sustainable Blue Economy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FF: Small-scale fisheries 

TAC: Total Allowable Catch 

UN: United Nation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WTO: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